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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经济正在积极寻求从出口导向型、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向以科学、

技术和创新为基础的新型经济转型。这种转型势必会刺激对高技能人才需

求的快速增长。在日益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政府比以往更加重视吸

引外来人才。这不仅会为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宝贵的资源，而且也有

助于建立和加强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着眼于努力争取国际人才这

一目标，中国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引进吸引国际技术移民的具体方案和政策

的迫切性。

 新千年伊始，中国政府便开始出台一系列政策以吸引中国海外人才和

外国的技术人才。这些政策包括“千人计划”等试点方案，以及北京和上

海的绿卡制度等政策试验。然而，这些政策往往针对海外人才设置了很高

的资格门槛。而在一般情况下，国际移民面临着移民程序复杂繁琐、获取

永久居住权艰辛曲折、移民行政管理混乱等诸多挑战。缺乏相互认可的学

历及研究等级也阻碍了研究人员和学术人员的流动性。与此同时，中国雇

主在向外国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提供短期工作和实习机会等方面也受到了

诸多限制。

 在移民过程的每个阶段获得具体服务和明确的政策支持是高技术移民

整体感受积极移民经验的关键。除了良好的政策和适当的实施措施，综合

生活环境，特别是环境质量、住房、税收政策、医疗保健、对配偶和子女

的支持，以及文化和社会包容性都是影响国家在吸引技术人才方面竞争力

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是在由欧盟赞助、国际劳工组织（ILO）和国际移民组织（IOM）

共同实施的“中欧人员往来和移民领域对话项目”下进行的。研究回顾了

中国现有的吸引外国专家和其他技术移民方面的政策和经验，并对德国、

日本和新加坡在吸引人才的政策和成果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比较研究

的基础上，针对吸引外来人才的政策和实践为中国提出了建议，以便其在

国际人才竞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我希望这项研究将有助于全球对于构成“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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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契约”支柱问题的反思。就业和体面工作可能会成为 2018 年政府间移民

问题会议的议题：拓展移民工人安全合法地迁移到其他国家从事艰苦工作

的合法途径；技能认定以及关于“人才流失”和“人才流入”等问题准确

可靠的数据需求；通过公平招聘流程，减少移民工人劳务移民的成本，并

为这些工人提供更好保护的必要性。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认了“移民

对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但如何对国际移民进行循

证治理以使其为社会和移民本身带来最大利益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Tim De Meyer 德美尔

 国际劳工组织中蒙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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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扮演“世界工厂”这一角色长达十余年后，中国正在经历又一次的经济改革 ,
即从劳动密集型经济向服务及高科技产业转型。认识到对国际上高学历及高科技

人才的迫切需求以及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中国政府在近十年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吸

引国际高学历高科技人才到中国发展的政策。在短短几年中，这些新政为中国吸

引了大批在国外的人才回国发展，还吸引越来越多外国专家到中国发展。然而，

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应该意识到作为新政，这些政策，包括近期正在改革的中

国绿卡政策，仍然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本报告致力于针对中国如何能够更好的吸引国际专家来华相关政策的未来发

展提出更加切实可行的意见。本研究主要通过对比国际上相关政策经验以及对国

际人才收集的相关数据的分析为提升，改善中国的人才政策提供建议。本研究所

选对比国家包括德国、日本以及新加坡。首先，我们针对各国的总体人才吸引政

策以及高端人才政策，包含海外人才可享受的相应权利及福利的相关政策，进行

定性分析对比。同时，本报告还分析各国相关政策的具体细节，如签证批准流程

和其他行政工作步骤，以及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生活时所遇到的障碍及困难等。最

后，我们也回顾了有关在德国、日本以及新加坡的海外技术型人才的相关数据。

通过对该数据的深入分析，我们对这几个国家的人才政策进行评价，分别为“非

常成功”、“略有成效”以及“成效有限”。

 分析结果发现，新加坡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非常成功”。除了在吸引海外

技术专家的绝对数量上成果显著之外，相对与其他对比国，新加坡拥有迄今为止

最高的海外人才占总劳动人口比例。与新加坡相比，日本处在评估标准的另一端，

因为相对其人口和劳动力总量而言，海外人才的数量较为稀少。应该承认的是，

日本政府新推行的“外国高级人才积分制度”也许会提高日本人才政策在该报告

所提四个国家中的地位。考虑到该政策将在未来推行，它是否能切实改善日本吸

引海外人才的处境，需要更多数据来论证。考虑到欧盟的蓝卡政策的效应，对德

国的海外人才政策的评价相对处于较为居中的地位，“略有成效”。尽管各国的

总体以及具体海外人才吸引政策有所不同，以上三个案例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针

对吸引人才相关政策执行成果的鲜明对比。

 在分析德国、日本和新加坡在人才吸引方面的机制及成果的同时，本研究也

针对中国的人才政策进行了相似的评估。报告回顾了包括针对外国人才以及归国

人员在内的，中国政府在相关领域的历年成果。报告展示了关于持有海外专家证

的非中国国籍人才数量，以及外专千人计划所吸引至国内的人才相关数据。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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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中国在海外人才吸引方面明显落后于德国和新加坡在吸纳国际人才上

所取得的成果。近期上海及北京政府在吸纳海外人才上所作出的相应举措可以认

为是中国相关政策的一大发展，但是这些新政策的效果尚未明晰。而在国际人才

竞争中，尤其在吸引非中国国籍的海外人才方面，中国相关政策的制定还存在较

大的发展改进空间。

 为进一步发掘德国、日本以及新加坡的高端人才吸引政策中中国可以借鉴的

内容，报告对符合条件并在这四国工作的海外人才进行了小范围调研。调研邀请

参与者在如签发签证程序、居住条件、税收政策、医疗社保、社会 / 文化融入程度、

以及针对配偶和子女所提供的相应协助等方面对所在国家的相关政策畅谈他们的

经验。同时针对国家在吸纳海外高端人才的政策方面，提出相应改进的意见。最后，

调研表以开放式问题的方式请受访者为相关的政策改进提供更多的意见与建议。

11 个受访者来自新加坡，8 个来自日本，德国和中国也分别抽取了 10 个受访人，

共 39 位符合标准的受访人参与了调研。

 调研结果显示，中国相关政策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有趣的是，这些意见

并没有在华裔以及非亚裔受访人群中有明显差异。在国际对比方面，在社会 / 文
化方面的包容程度以及税收政策方面德国的总体评分并不理想。但是，这个结果

可能受制于受访者中有较高的比例为年轻单身或刚结婚但无子女的中国公民。作

为华人，这些受访者可能在适应德国文化时遇到困难，与此同时，单身人群以及

未育有子女的年轻夫妻在德国也可能面临较为沉重的税务压力。总体来说，这一

受访群体依旧可以作为一个衡量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人可能会遇到困难的有效对比

组。跟在德国生活的华人一样，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人同样也会经历相似的文化冲

击。新加坡，与前一部分的深入对比研究相似，在进行调研问卷时，在各个领域

里均获得了较高的分数。

 作为针对研究型人才全球流动中欧对话中的一部分，报告特别关注了这些国

家在吸引学者人才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相应成果。所有对比国家均针

对研究人员以及学者设置了特殊的工作签证类别，而新加坡是对人才提供特殊外

展服务最积极主动的国家。除小型调研之外，本研究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与国家

外专局在广州举办了一个开放式研究论坛。报告从论坛中筛选出部分主要反馈，

内容主要针对中国在给外国专家派发科研基金这一执行层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留

住合适的研究团队成员方面所存在的不足。

 报告针对中国吸引海外人才政策所提出的部分意见归纳如下：

• 简单的签证、工作许可以及其他相关证件的申请流程对于吸引海外人才非

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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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设置过高的海外高等人才评估标准，从而导致仅有全球顶尖精英符合

相关标准；

• 提供一个较为不费力的永久居留申请通道；

• 确保为外籍技术型人才的配偶及子女提供慷慨的配套措施；

• 尽量避免将签证以及工作许可完全和某个雇用单位绑定；

• 为外籍学生在中国大学获得学历后，顺利加入当地劳动力市场提供便利；

• 对于吸引科研人才，特殊引才渠道以及良好的政策执行流程同样重要；

• 为外籍人才提供较为自由的法规以及慷慨的配套措施非常关键，但有效地

落实这些政策同样至关重要；

• 避免在落实吸引外籍人才政策时出现执行断层；在执行相关法案时，应致

力于打造一个相互融合的政府平台。

 北京以及上海政府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技术型人才移民政策标志着中国在相关

政策的制定上开始逐步意识到相关的问题，也做出了相关的改进，包括在中国大

学学习的国际学生、外籍人才配偶及子女的配套措施、以及简化签证申请流程等

方面的措施。但是，研究报告结论显示中国依旧处于刚刚开始追赶全球引才政策

的起步阶段。如果国家希望能够复制其在吸引归国华侨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政府

则需要脚踏实地的开展重大革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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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与研究背景

 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键时刻。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中国经济的飞

速发展主要是由出口低技术且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所驱动的，如服饰、鞋帽、玩具

以及家具。中国在 90 年代通过让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移民至城镇工业中心，成功

转型成为“世界工厂”。据统计，在这期间约有 3-4 亿农民工转移至城市，也是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 (Chan, 2013)。这一庞大的劳动力大军帮助中国确保

了国家在制造低技术含量产品上的竞争优势。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型服务

型的经济体制转变。同样，随着中国企业向海外市场投资量的逐渐增加，中国高

铁赢得了大量的在诸如英国等发达国家的高铁项目，这些都是中国企业成功与全

球化进程接轨的典型例子。

 然而经济体制发展改革需要大量的高科技教育人才的参与，根据中国统计局

的数据显示，中国的适龄劳动力人口（15-59 岁）在 2012 年第一次出现下降，并

在后续的几年里持续保持下降趋势。在未来的 10 年里，中国 20-29 岁的人口数量

会锐减将 25%，从 2 亿下降至 1.5 亿；20-24 岁的人口则会在未来十年内下降将近

一半，从 1.25 亿缩减至 6800 万 (Wang 2010)。经济学家预测截至最晚 2020 年，

中国会遭遇“刘易斯转折点 ”，曾经促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大量劳动力供给将

面临锐减 (Das and N’Diaye, 2013)。

 作为一个正在逐渐参与到全球化进程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和政府机构对于吸

引高科技教育人才协助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都有亲身体验。同时，中国作

为一个传统向外输送大量移民工人及学生的国家，在国际上的高科技教育人才储

备上拥有巨大潜力。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十分热衷于吸引海外专业人才归国。

 在努力吸引海外专业人士回国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针对吸引外籍高

科技教育人才来华的政策进行尝试 。相较于国际上的经济发达国家，中国开始相

关尝试的时间似乎有些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外籍人员的引才政策已经开始吸

引外籍人才来华发展甚至是定居。中国政府于 2010 年正式将外籍人口列入了第

六次国家人口普查的调查项中，根据这一统计结果，在中国长期生活的非中国公

民人口仅有约 60 万人，远远低于 1%（0.04%）的全国总人口比例。

 然而，就像中国以往的每一个新政策一样，该政策必须经过试用者的考验。

所以，在本报告的第三节将讨论在国际上吸引来华的外籍人才数量正在逐渐增长，

同时，中国的外籍引才政策尚有待改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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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在吸引海外的中国专业人才回国发展以及吸引外籍人才来华方面做

出了大量努力，同时也在就相关反馈意见对相应的政策进行改革。因此，本调查

目标旨在为改进相关的中国引才政策提供建议。除了中国现有的引才政策，本报

告还调查比较了德国、日本和新加坡的高端人才吸引政策，在最大程度上地回顾

了这些国家可供中国借鉴的成功政策以及需要避免的经验教训。由于以下几个原

因德国、日本和新加坡被选为海外案例：1)、他们在引进外籍高端人才方面取得

了不同程度的成功，2)、各国在其引才体系以及相关独立政策方面，均有着明显

的不同之处。因此，通过细致观察这三个国家人才吸引的结果，报告可以提供更

全面的人才吸引的全球趋势，以向中国政府提出实用的建议。

 除了对人才政策的深入分析之外，本报告还就来自这四个国家的约 39 位外

籍高端人才组织了一个小规模调研。 调研问题主要集中于研究这些高端人才的移

民经历以及总体的工作生活情况。

 本报告内容包括了以下几个部分。首先，第二部分针对导致发达以及发展中

经济体开始吸引高教育以及技术型人才的主要因素进行简短回顾。该部分同时对

于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人才的不同的基本方案做出了定性分析。第三大部分将回顾

中国的人才短缺现况，以及政府在吸引海外华侨以及外籍人才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第四大部分着重针对德国、日本以及新加坡用于吸引高端外籍人才的体制机构进

行深入案例分析以及该进程的总体评估。第五部分提供了德国、日本和新加坡三

国吸引外籍专家所采取不同政策的对比分析。第六部分回顾了调研筛选过程中的

依据以及可能的结果，并详细阐述了定性调研的结论。最后，该报告总结了中国

针对发展自己的海外人才竞争政策时，可以从中借鉴的建议。



中国吸引国际技术人才的政策与实践比较研究报告

6

II.   从理论层面解读国际技术人才移民政策

2.1   寻找海外高技术型人才的动因

 “移民迁入地国家正在争夺高技术移民”（Baruah and Cholewinsk,2006）, 正
如 Baruah 和 Cholewinsk （2006）所言，早在战后时期，加拿大、德国、美国等

国家就认识到了移民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大量涉及移民劳工福利的国际法和

国内法从这个时期开始相继出台的原因。对移民劳工特别是技术性移民劳工的重

要性的认识得到发展是在 1998 年，美国麦肯锡公司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声称“优

秀人才值得各国政府为此努力争取”(Chambers, et al, 1998)。该报告特别指出，那

些拥有成熟的分析问题能力、写作能力、对科技熟悉、对全球形势敏感且具有一

定运营灵活性的人才正在企业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各行业和政府均越来

越重视此类人才，意识到他们是推动企业与国家发展的重要资源。随着知识型产

业活动日渐重要，这类人才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以及巴西等发展中经济体，近几年均对国内

的教育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资源。但是因为多种原因，这些国家的本土教育以及培

训体系依旧不能满足当地雇用单位对于人才的需求。根据麦肯锡两年后进行的一

次后续研究，10 个雇主里有 9 个认为他们在寻找并保留高级人才方面遇到困难 
（Axelrod, Handfield-Jones, and Welsh, 2001）。高技术人才不但数量少、需求量高，

还具有高度的跨国流动性。调查显示，相较于中低技能型劳动力（低技能：0.9%；

中级技能：1.6%），高技能人才更倾向于移民（5.5%），且其移民比例远远高于

其他类型的劳动力（Beechler and Woodward, 2009）。

 这些趋势的结合促使国家开始走向境外寻找高端人才。加拿大、澳大利亚以

及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利用海外人才资源弥合国内经济上的技能缺口。例如，2001
年在硅谷约有四分之一的工程师是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移民（Wogart and Schüller, 
2011）。在过去的十年里，更多的发达国家加入到吸引高端人才的竞争中。除了

经合组织（OECD）国家之外，发展中经济体例如巴西、中国以及印度也正在成

为人才竞争中的活跃角色（Papademetriou and Sumption, 2013）。特别是中国和印

度，由于长期为发达国家供应人才，目前正在积极地吸引更多在海外受过教育并

拥有工作经验的本国侨民的归国工作。

 每一个国家在吸引海外人才时都具有它独特的动因及目的。但是，在所有的因

素中，仍然有一部分共同的首要因素导致各国将目光转向境外寻找人才。这些紧要

因素包括：人口压力、技能短缺、对创业活动和推进知识发展的需求、更强大的科

研网络、和逆向移民的全球趋势。这一系列的共同因素将在下文中进行逐一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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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人口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经历了快速的人口增长。然而在 1970 年代，经

合组织国家的生育率开始急剧下降。直到 70 年代底，经合组织国家的生育率已

经低于 2.1%，即全球平均出生率，并且在 80年代中期依旧保持下降趋势。90年代，

生育率在某些国家确实出现了回升，较为明显的有美国，不较为明显的则包括斯

堪的纳维亚半岛 (Sleebos, 2003)。不过，经合组织国家的总体生育率依旧低于为

保持人口可持续性所需要的人口置换率。在 2011 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生育率

仅为 1.7 (OECD, 2014)。

 这一人口萎缩从发达国家已扩展至中等收入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俄

罗斯。与经合组织国家相似，中国的生育率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造成生育率下降的其中原因可能是快速经济发展给当代年轻夫妇所带来的社会以

及经济压力。根据在自然杂志上所最新发表的文章，住房、教育以及对于个人事

业的专注都可能是造成中国低平均生育率的因素（Schiermeier, 2015）。尽管政府

放宽了独生子女政策，包括在 2013 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允许独生子女的夫妇有

两个孩子（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但是数据显示这些措施对提高出生率的帮助有限（Guo, Wang, 
and Cai, 2014）。

 不利的人口形势将会显著地降低适龄劳动力人口的比例。有关经合组织国家

生育率的研究报告显示，从 2000 年至 2050 年的适龄劳动人口将仅增长 4%，而

这些国家则在 1950 年至 2000 年间经历了 76% 的适龄劳动人口增长率 （Sleebos, 
2003）。鉴于中国的低生育率，中国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面临适龄劳动人口的

缩减（Wang, 2010）。

 当促进当地教育与劳动力水平的力度还不够时，这些趋势将会恶化高质量人

才短缺所带来的后果。若知识型经济的重要性继续上升，人力资本的短缺将会显

得尤为尖锐。无论如何，适龄劳动力的减缓预计会影响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速

度。根据 2001 年有关老龄化财政影响的研究调查，欧洲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于

2050 年从 2001 年的年均 2.3% 下降至 0.5%。而在美国，截至 2050 年，经济增长

率会从目前的 2.5% 下降至 1.4%。当适龄劳动力与退休人口的比例持续下降，由

劳动人口贡献的公共养老基金也会相应地面临更大的压力，并且加剧政府的财政

赤字现象 (Tang, Antolin, and Oxley, 2001)。由于中国目前处于经济调整的交叉口，

与其他国家相比，该影响对中国的打击较大。例如，在 Reuters 发表的一篇商业

文章指出，除了对于稳定社会福利体系的普遍需求，中国政府也倾向于将养老基

金作为战略工具以刺激老年人及在职成年人的消费（Wang and Qing, 2012)。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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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随着老龄化问题的迫近，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养老金计划正承受越来越

多的债务问题。

 提高移民的引进，特别是高技术移民，是能够帮助国家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案。

应注意的是，这个解决方案也仅仅能够暂时或部分缓解发达以及发展中国家正面

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2005 年有关低生育率的研究调查显示，即便欧盟拥有显著

的年度移民增长（每年共有 120 万人移民至欧盟国家），该地区的赡养比率，即

人口年龄超过 65 岁的总量除以介于 15 至 64 岁的适龄劳动人口，截至 2050 年将

会翻一倍（Lutz and Skirbekk, 2005）。同时，鉴于移民的年纪也会相应增长，想

要减缓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不断吸引新的移民。但由于近期许多发达国家出现对

移民的强烈反弹，未来的政策很有可能会限制在这些国家居住的移民人数。

2.1.2   技能短缺

 就如上文中所提到，美国硅谷有四分之一的工程师出生在国外。海外出生的

人才正在美国经济里的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领域（STEM）扮演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在过去的十年，海外出生的美国科学家比例已经翻了一番。1994 年，

每 6.2 个美国出生的 STEM 工作人员里仅有一个海外出生的工作人员，而到 2006
年，这一比例已下降至 3.1 比 1。海外 STEM 工作人员迅速的递增是由美国快速

发展的信息技术产业所带动的大量人才需求所导致的 (Kent, 2011)。部分研究对美

国是否缺本土 STEM 人员提出了质疑（Salzman, Kuehn, and Lowell, 2013）。但是，

美国外籍 STEM 劳动力的快速扩张与 90 年代末期高科技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吻合，

体现了国内 STEM 人才的短缺。所以，美国政府积极通过发行 HS1-B 签证来吸引

外籍 STEM 人才，让这些人才能够根据经济情况在美国生活和工作最多长达 6 年 
(Malekoff, 2013)。

 欧洲和美国一样正面临着人才短缺，特别是高端 STEM 人才。2015 年，欧

洲议会撰写了一份名为《欧盟劳动力市场的短缺（Labour Market Shortages in the 
European Union）》的报告 ，指出欧盟遭遇人才瓶颈最为严重的六个职位中有三

个是：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技术、医护人员 (Reymen, et al., 2015)。这些短缺

也是促使欧盟在 2009 年采用蓝卡政策以及德国在 2005 年颁发绿卡政策的主要

原因之一。这两个政策均关注于吸纳高度符合要求的人才，特别是在科学与技术

领域。这一系列的政策倡议将在该报告章节 4.1.3.1 以及 4.1.4.1 至 4.1.4.2 里进行

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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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引进移民可以在短期内缓解技术人才的短缺，但是长期来看它也可以带

来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当国家严重依赖外籍人才时，国家将失去发展国内技术型

劳动力的动力。此外，公民在某些领域里面对来自高技术型外籍人才所带来的竞

争时，可能会选择获取其他行业的技术资格来避免竞争。例如在美国，部分学者

认为美国对外籍 STEM 人才的过度依赖反而导致美国公民不愿意进入这些行业，

因而阻碍国内相关人才的发展（Malekoff, 2013）。与此同时，外籍高技术型人才

的涌入已经在美国成为一个具有争议的政治话题，并导致近期加大 HS-1B 工作签

证数量这一提案被国会搁置 (Meckler, 2015)。最后，对于 HS-1B 签证的有效性评

价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个有关美国科技与工程职业的研究调查对 1994 年至

2006 年吸引外籍 STEM 劳动力的移民政策进行了分析。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外

籍 STEM 人员人数的急剧增长是由总体移民效应所导致的（Sana，2010)。

2.1.3   创业与知识溢出以及科研网络

 移民与当地居民在很多方面都有所差异，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差别就是移民

对创业更具有倾向性。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Santa Cruz 的研究报告提

出，移民当中拥有企业所有权的比例高于美国人。相较于美国本土劳动力的 9.3%，

接近 10.5% 的移民劳动力拥有自己的企业（Farlie, 2012）。2010 年，移民群体的

企业创立比率为 0.62%， 即每 10 万移民中就有 620 名创业。与之对应的比例在

非移民人口中仅有 0.28%（每 10 万非移民中有 280 名创业）(Farlie, 2012)。国际

移民组织于 2015 年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城市移民创业》中也指出居住在城

市的移民进行创业的全球性现象（Marchand and Siegal, 2015）。

 移民创业家通常在新型高科技产业里格外活跃。由 Kaufman 基金会于 2015
年 9 月发表的创业政策摘要显示，1995 年至 2006 年在美国新创建的技术与工程

公司中，四分之一是由外国人创建的（Kaufman Foundation, 2015）。

 2012 年的另一个研究表明，在美国硅谷，43.9% 的工程和技术创业家是移民

（Rampell, 2013）。另外，Kaufman 基金会于 2007 年进行的另一个学术研究表明，

在 2006 年，美国有接近 25% 的国际专利申请均以外籍人士作为“发明人”或“联

合发明人”（Wadhwa et al., 2007）。由于这一数据不包括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移民，

从如此高的外籍发明人比例可以看出移民总体在科技创新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吸引高端外籍科研人才或学者能带来另一个重要的知识溢出效应，也就是国

家基础科研能力的提高。诸多学术著作强调了具有国际流动性的科研人员对国家

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1）这些学者能够提高东道国的科学与技术劳动力质量。

2）他们在扩展东道国的国际研究范围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趣的是，有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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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学者保留了和母国的科研联系。因此，这些人才的流动不但不会导致人才外

流，反而会给两个国家带来积极地影响（Franzoni, et al., 2012）。

2.1.4  逆向移民

 直至最近，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一直都是高端人才的输出国，特别是在

科学与工程领域。这些国家的年轻人会在北美、欧洲或澳大利亚获得工程或科学

学位，并继续留在这些地方发展事业。这个从新兴经济体至发达经济体的单向人

才流动被广泛称之为“人才外流”。

 但是在本世纪，中国与印度政府开始颁布一系列的项目吸引本国的优秀人才

归国发展，导致了“逆向人才外流”的总体趋势。例如，印度针对散居在海外的

大量人才积极推动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印度海外公民卡（OCI）可以让归国的外

籍人士享有和当地公民一样的待遇。截至 2009 年 3 月，印度政府已派发了将近

40 万张 OCI 卡，其中约一半，即 43%，的海外公民卡是从印度的美国领馆派发

出去的（Wogart and Schüller, 2011）。而到 2012 年时，印度政府派发的 OCI 卡已

经达到了 102 万 9131 张（Lum，2015）。中国则是通过国家人才项目如“千人计

划”和多种省级市级人才吸引计划来吸引海归人才（该部分会在章节3.2.2以及3.2.3
进行详细阐述）。伴随着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这些政策已经成功地吸引大量的

海归（Wang and Bao, 2015）。

 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已经加剧了对高端人才的国际竞争。实际上，发达经

济体不仅是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互竞争，也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压力。这些

国家即便在全球经济衰退中也成功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一现象为全球高端人

才竞争又添加了一个新变数。

2.2   正规移民体系

 发达经济体广泛使用两个基础的体系来筛选移民：积分制和“雇主导向”模

式（Papademetrious and Sumption, 2013）。这两个体系具有各自的特点，而它们

在吸引高技术外籍人才方面的有效性也存在一定的争议。

 在积分制下，海外人才只有在根据一系列的评分标准累计一定的积分以被吸

纳。这一评分标准与整体经济的需求相对应，通常包含语言能力、技术或科研能力、

商业管理技能、工作经验以及教育水平等方面。一些国家也把年龄纳入评分标准

中。该体系最初是在加拿大试验，并迅速地被澳大利亚政府采用。这个移民体系

在近几年也逐步扩展到丹麦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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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雇主导向的体系则主要根据雇主的需要吸纳移民。他们通常在政

府相关条例下申请雇佣技能型人才来实现这一需求。这些相关条例可采取多种形

式。政府通常会应用一个“劳动力市场测验”，确保雇佣移民不会对本地公民的

就业前景等方面造成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公司只有在无法找到符合条件的当地

应聘者时，才能雇佣外籍员工。其他的法规条例包括设定薪资最低标准和限定国

家每年能派发给外国人的工作签证数量。简言之，在雇主导向的模式中，市场的

需求和外籍劳工的能力是调节海外人才流入的主要两个因素。

 对这两个体系的优点一直都存在争议。根据一个 2013 年有关移民政策挑战

的研究调查，因为其既透明又灵活，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情况，积分制深受政

策制定者的欢迎（Papademitriou and Sumption, 2013）。牛津大学国际移民研究所

(Oxford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Immigration) 的报告发现，积分制在吸

引和筛选高技术型移民上比雇主导向模式更加有效（Czaika and Parson, 2015）。

但是，雇主导向制使得雇主可以挑选符合其自身需要的劳动者。并能保证，只要

移民者入境即能得到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移民劳动力的技能可以立即得以发

挥，并为当地劳工市场做出贡献（Papademitriou and Sumption, 2013）。

 沿着这一思路，《经济学人》在 2016 年 7 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积分制难以

满足雇主的用人需求（Economist, 2016）。文章指出 2013 年的新移民当中以积分

制吸纳的移民失业率比例比到达目的国之前就得到聘用机会的移民高很多。“纯

积分制起不到作用，”文章引用牛津大学移民观察专家的话这样说道。

 鉴于积分制和雇主导向制的缺陷，研究报告提议了一个结合两种旧体系的全

新“混合”筛选模式。这个新模式将继续使用积分作为吸纳新移民的标准，以便

容许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再者，新模式要求申请者在东道主国持有工作或优秀的

既往工作履历，从而优先考虑雇主的需求（Papademitriou and Sumption, 2015）。

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 两个率先实施积分制的国家 – 目前都采取了

混合制。

 研究也发现，对文凭的双边认可和完善的社保安排将推动高素质人才的流动，

而双重的课税协议则会削弱这些人才的移民倾向（Czaika and Parson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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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中国在吸引并留住人才方面的政策、机制以及实施情况

3.1   背景：中国受教育人口以及技术性人才资源的短缺

 就如本报告的引言所提到，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过去中国以出

口低技术且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旧发展模式已经逐渐失去动力。因此，中国急需

进行产业升级并将中心转移至以服务和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模式。为了实施

这一再平衡策略，中国需要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技术人才。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新型的经济发展

模式。比如 2016 年世界发展指标显示在过去几十年里，即使面临 2008 年经济危

机的压力，中国的 GDP 增长率仍保持在 5% 之上（the World Bank, 2016）。而同时，

如德国、新加坡和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的 GDP 都出现负增长。其间，像中国领

头的在线零售商淘宝网、福耀集团等企业都是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化的例子（Wang 
et al, 2015）。

 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调查中，Lin（2014）预计中国可能在 2020 至 2030
年间成为世界上高收入国家之一，城市人口可能超过 80%。然而 Lin（2014）和 
Zheng（2014）同时强调，尽管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提供了这样的机遇，中国的

经济发展结构以及社会都需要有所提升，而这种提升需要大量高学历及高科技人

才的参与。

 鉴于大量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居住在海外，中国政府根据近期发展状况施行

了大量的政策，旨在吸引这些华侨及学生回国对经济社会建设做出贡献（Wang 
and Miao, 2014; 2016）。“千人计划”就是一个熟知的例子之一（后面章节将详

细讨论）。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中国政府也意识到除了

海外的中国专业人才，外来人才也是强化中国与外界关系的重要资源。因此早在

2000 年初期，中国政府开始推行一系列吸引外籍人才来华的政策，其中包括近

几年在北京和上海实行的绿卡政策。绿卡政策的详细内容将在接下来的章节 3.2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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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吸引海外人才的项目

3.2.1   概况

 中国领导人长期都意识到中国缺乏受良好教育的技术人才，特别是受高端

教育的技术人才，以及在全球范围吸引这些人才的必要性。早在十多年前，中国

中央政府公布了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旨在推动国家向“创新型社会”转型。这

一规划特别针对那些拥有海外高等教育背景以及工作经验的高技术领域科技人才

（Wei and Sun, 2012）。

 为了吸引生活在中国大陆之外的高技术人才，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多层次的

全方位参与来确保能够顺利落实这一宗旨。下方的图 1 针对中国的海外引才体系

提供了一个扼要的总体布局：

图 1   中国引才体系概况

 
通过发展人力资源再次激活中国发展 

国家层面的人才政策 

地方层级的人才政策 

吸引海外人才 

中央政府层级的人才办公室 

省级/地方级的人才办公室 

人才猎头工作站点 

引才平台 

 中国政府在国家、省级以及地方层面均积极地招引受高等教育的高技术海外

人才回国工作。截止 2015 年，海外引才项目主要针对在海外留学和工作的中国

公民。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此类人才在中国就业，外国人向中国政府申请长期居留

身份时依旧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在 2015 年及 2016 年初，北京和上海的地方当局

推行了一系列的倡议，旨在通过协调签证申请、放宽永久居留条例以及改善对配

偶和子女的福利来吸引外籍人才（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P.R China, 2015）。

2016 年，国家外国专家局开始建立一个海外人才的数据库，以更好地将这些人才

融入到中国的劳动力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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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对中国的外籍人才吸引项目分析首先回顾了国家级、省级以及地方级政

府针对中国海归的相关政策。紧接着，报告分析外国人在中国长期求职时所遇到

的问题，包括通过 2004 年颁布的中国绿卡获得永久居留身份的局限。最后，报

告在总结部分指出中央及地方政府为吸引外籍人才近期所颁布的一系列政策。

3.2.2   吸引海外人才的国家总体规划

 自 2006 年出台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后，中央政府于 2008 年和 2012 年分别推

出两大国家层面的主要引才措施：“千人计划”与“万人计划”（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P.R.China, 2014）。所有在教育背景、专业领域、工作成就等方面符

合要求的人才均可以获得丰厚的财政补贴，可用于进行学术研究、创办企业、日

常生活补贴以及其他形式的协助。同时，中国科学院还推出了“百人计划”，为

在海外的顶尖中国科学家提供大量的研究基金和其他形式的支持，以吸引他们回

国 （Wang and Bao, 2015 ; Wei and Sun, 2012）。

 截止 2012 年，“千人计划”已经吸引了 3319 名受高等教育、拥有高端技术

的海外华人归国。这一数据在 2013 年上升至 4000 余名，与单单在 2014 年前五

个月所吸引的海归人数相近（1000plan.org, 2015; Wang and Bao, 2015）。

 尽管“千人计划”与“万人计划”为中国吸引了一批受过高端教育与拥有

高技能的人才回国，但是这些计划吸引的海归人才仍然在中国在海外的人才的总

人数当中占很小的比例。其中原因也许是这些项目对人才要求设定的标准非常

高。例如，申请者必须已在外国顶尖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拥有学术工作背景的申

请者必须在知名外国大学或领先的研究机构担任教授级专家或学者。没有学术工

作经验的申请者必须在其中一家大型外国企业担任高级管理或技术的职位，在海

外创业的海归人才必须拥有某些专利或掌握一些对中国发展至关重要的核心技术

（Wang and Bao, 2015）。

 根据中国教育部近期进行的一项研究（Ministry of Educat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4），中国在 2013 年有 353500 名归国留学人员。其中 60% 持有硕士

学位，6% 持有博士学位，而 30% 持有本科学位。绝大多数的归国留学人员无法

达到“千人计划”与“万人计划”所设定的要求。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针对受过高等教育的海归人

才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7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总体上“并

不太了解”此类人才计划。此外，84.3% 的受访者表示不太了解千人计划。调查

结果显示，海外华侨归国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类：更好的利用专业领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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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本地市场机遇、对中国经济形势整体持乐观态度以及希望能够与家人和朋友

重新建立联系等（Wang and Bao, 2015）。

 总体来说，尽管中国政府的早期海外引才政策帮助国家吸引了一批最为优秀

的华裔人才归国工作，但对于整体高技术型人才回流现状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3.2.3  省级及市级关于吸引外籍人才的相关政策

 根据中国宪法规定，国家体制的管理结构由上至下分别为中央政府，省政府，

市政府及乡政府等等（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P.R China, 2016） 。除了中央政府，

省市级的地方政府在制定地方性的海外人才吸引计划中也有一定的权利。以下分

析了省级和市级吸引高技能海外人才的专门计划。

3.2.3.1  省级

 如同中央政府，中国的各省级政府也在积极实施引才政策。例如，为了吸引

海外的中国专业人才回到福建，福建省颁发了“人才居留证”（Fujian Government, P.R. 
China, 2012）。持证者在住房，业务注册，社保以及子女教育方面都可以享受福

利特权。2011 年浙江省针对学术界、科技及制药研发行业中的顶尖人才推出了“海

鸥计划”，所有在浙江工作过 2-6 年的人才均符合申请条件，合格的申请者通过由

省政府颁发的居留证可以享受住房，医保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优惠支持。

 早在“海鸥计划”实施的五年前，江苏省就在省内推行了针对海归创业人员

引才计划，目标在五年内将在江苏省内的海归人才发展至两万人。除了为符合条

件的海归创业者们提供超过 100 万人民币的经济资助，“海鸥计划”在包括美国、

澳大利亚和日本在内的八个发达国家内都设置了办事处，旨在吸引顶尖海外人才

回国发展。省政府还同时为这些海归们提供了优惠政策以保证他们的住房，工作，

配偶以及子女教育。福建，浙江和江苏的引才计划特点在其他省份的计划中也有

不同程度上的体现，比如广东省的“珠江计划”就是针对创新企业人才的一项引

才计划（1000Plan.org, 2009; Wang and Bao, 2015）。

3.2.3.2  市级

 在众多城市中，上海市于 1992 年提出全国首个市一级的引才计划，并正式

通过“万人海归计划”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人才（Wang, 2011）。这一计划的实施

吸引了海归近两万人，成立了四千多家新企业。另一方面，北京市在海淀区中关

村创建了被誉为“中国硅谷”的中国著名的科技园区，旨在培育中国的高科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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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 2011 年末，中关村科技园区已拥有五千多家公司以及 1.2 万名海归创业者，

其中近半数（44%）拥有自己的专利。2008 年，北京市也成立了海外留学生服务

中心用以协助招聘海外华人（Wang and Bao, 2015）。

 然而这些一线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的新政并不是个例，许多沿海的非一线城

市也同样有自己的人才计划，例如浙江省宁波市和江苏省的成州。宁波市于 2011
年就制定了“3315 计划”（1000plan.org, 2011）。在中国内陆和西部的武汉和成

都也同样实施了重要的引才计划。这些城市以及其他地方市政的海外人才招聘计

划主要是针对在科技领域接受过教育以及有创业技能的海归人才 (Wang and Liu, 
2016)。这些人才会获得像住房基金，就业安置，配偶子女资助等多种政策优惠。

尤其是像在武汉这些城市也曾经试图效仿中关村建立高科技园区（Wang and Bao, 
2015） 。成都在引才政策上的举措以及成绩尤其突出。由于致力于成为中国西南

地区的金融中心，成都不仅努力吸引海外高科技人才，同时也大量吸纳金融人才

并在金融企业以及有强大教育和工作背景的金融人才方面投入了 1 亿 2000 万元

人民币作为迁居成都的奖励（Crossley, 2012; GoChengdu.cn, 2014）。

3.2.3.3  当地引才成果评估

 统计显示，截止至 2012 年八月，全国 31 个省市，连同 35 个行业中一共成立

了 2778 个引才计划（Wang 2013）。自那时起，各省和直辖市制定的引才计划数

量已达到 57 个（Wang et al, 2015）。同时，在 2013 年 4 月前，中国已经先后成

立了 112 个高级海外人才引进基地和超过 260 个海外人才创业园区。数据显示有

超过 2 万家企业以及 4 万名才华出众的海归人士使用着这些设施（Wang and Bao, 
2015; Qianren.net, 2015）。

 如同针对海归的中央政策，省级和地方级的政策只关注吸引非常高端的人才，

而忽略了不在这范围内的人才。CCG 的一项关于北京的四川籍人才逆向移民的调

查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数据支持（Wang et al., 2016）。该项调查同时也是迄今为止

为数不多的同类调查中的一个。调查采访研究了回到成都以及留在北京的四川籍

人才，发现绝大多数回到成都的四川籍人才并不是因为被当地的引才计划所吸引，

而是希望能够与家人团聚，同时享受相对便宜的房价和生活方式。而那些被吸引

留在北京的四川籍人才则是因为自己已经在首都发展得很好或者认为自己可以得

到很好的发展，北京市的引才计划本身起到的作用很小。

 如同国家人才计划，申请加入省市级的人才计划的门槛很高。例如，如果想

要申请四川人才计划中的“创新人才”类，申请者必须持有主要是科技领域的顶

级中国或外国大学的高等学位。申请者必须在知名国内或国际企业中拥有工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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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并在简历中列出自己在知名中外企业中担任的管理工作经历、强有力的业务

成功记录，并且致力于与建立在尖端科技领域中可以填补国内市场空缺的初创公

司（Jun, 2015）。 成都人才计划严格的资格审查不断被其他省份复制以求可以吸

纳高端海归人才（Wang and Bao, 2015）。另一发面，这也可能说明吸引海归人才

回国的因素除了政策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

3.2.4   中国签证法规变化以及其他新兴的吸引外籍技术人才倡议

 由于中国人才回国后能更容易融入环境，中国的海外引才计划主要是针对在

海外留学和工作的中国人。同时，中国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向外输送劳动力而不是

接收移民（尤其是不同文化背景移民）的国家，所以对于非中国国籍的人员的长

期居留政策的制定并没有太多经验，更不用说为其制定定居和移民相关政策方面

的经验。

 准确的说，中国政府主要的引才政策“千人计划”，既包括对中国籍海归

人才的引入，也包括吸引外籍人才来华。然而，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张建国

（2016）指出，截止 2016 年一月，该计划吸引了 313 名持外国护照顶级人才来

华工作，受聘来到中国工作的外籍研究员数量也有限。国家外国专家局（2015）
指出，2013 年在 5105 名外籍研究人员 / 学者中，1519 人从事科技和经济领域工作，

3514 人来自艺术领域。

 自 2004 年，中国颁布第一部关于在华外籍人员的政策，即中国绿卡居留证。

中国于 2004 年正式开始发行绿卡，暂时有不到一万外籍人员获得了该证。有些

人也许会认为这反映这些绿卡只颁发给了包括可能带动中国经济企业的高管人员

以及掌握核心技术的科学家，或者是在华大量投资（50 万美元以上）的人员在内

的高科技教育人才（Lefkowtiz, 2013）。中国媒体的一些报告也显示，有些外国

申请者也对绿卡政策表示失望，认为绿卡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帮助并不大（Zhang 
and Zhou, 2016）。另一方面，这也许也是因为关于中国绿卡政策的宣传不足，或

者绿卡相关政策仍然不足，需要继续加大宣传，进行完善以吸引更多的外籍人才。

 继 2004 年绿卡政策出台后，中国加强了外国签证规定的管理。例如，2012
年出入境法以及后来的针对外籍永久居民申请的修订中规定，在华非法务工的

外籍人员将会被处以拘留或重罚，同时对外籍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或者邀请函的

公司实施严格的罚款（Lefkowitz, 2013）。在这期间，绿卡的颁发量仍然有限；

在 2013 年，60 万在华外国人中有 7300 人持有长期居留证（Zhang and Zhou, 
2016）。相比之下，同年有 100 万人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Morger and Yardle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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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4 年后期，以上海和北京为首，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新设的外籍

人员引才项目。这两个城市都在放宽外籍人员的签证流程中做出了巨大努力，以

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高科技行业发展（Wang and Miao, 2014）。

 2015 年，上海地方政府简化了外籍人员签证地方申请流程，并探讨了诸如在

当地企业就职以及自主创业等帮助留学生继续留在中国的方法。上海市同时也在

申请永久居民身份的审查中对于收入门槛、资历、以及工作等条件进行了放宽。

在 2016 年初，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关村，北京市政府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外籍人才评

估系统，并为签证申请者提供“一窗式”服务，签证申请办公室就设立在中关村

科技园区内。新的系统缩减了签证文件处理的时间，同时对那些在本土企业中的

核心外籍科技人才申请永久居民提供了便利。与上海相似，在北京的相关政策也

降低了外籍高科技人才申请永久居民身份的门槛。最后，两座城市都对外籍人才

的配偶子女所享的福利进行了提升（DezanShira and Associates, 2015; Dhoud, 2016; 
Wang, 2016; Wright, 2015; Zhou, 2016a）。除了地方政府，中国政府也正致力于就

外籍人才在中国永居发布更多的有利政策。如在 2015 年初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首次在同级别

的政府文件中大篇幅探讨外籍人才在中国的居留以及福利等方面的方法。于 2016
年初相继发布实行的《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以及《关于深

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也为进一步吸引外籍人才来华工作创业提供更

多的政策上的便利。

 由于这些政策在 2015 年和 2016 年才刚刚实施，现在评估其有效性还为时过

早。尽管如此，调查显示在 300 名在华读书的韩国留学生当中，90% 的人愿意继

续在华工作或创业（Dhoul, 2016）。

 除了新出台的签证管理政策，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SAFEA）最近开始了一

项新的吸引外籍高科技人才的措施：建立海外人才数据库。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关

于海外人才的大数据项目之一。数据库建成以后将会根据被雇佣者的专业领域、

行业和居住城市等，为外籍专家与潜在中国雇主配对提供一个全新数据化平台 
（Zhou, 2016b）。

 尽管这项举措备受欢迎，它仍然处于试行阶段。例如，将外国人才融入到

中国劳动力市场过程依然面临许多挑战。第一，持有外籍专家证明的在华外籍

人员数量有限。据 SAFEA 数据显示，在 2013 年，在 22209 名拥有博士学历的

该类外籍人才中，8300 被归类为科技经济类专家，13909 人为文理类专家（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pert Affairs, 2015）。根据 2010 年的人口普查，这个数

字小于 60 万名在华外籍人员的 4%。再者，相关数据显示，由于这些措施是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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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华居住的外籍人员，这也意味着中国政府在中央层面 – 正如在北京上海等

地方层面一样 - 在吸引外籍人才的同时也开始采取措施留住人才，因为留住人才

是扩大总体人才储备的一个重要方面。

 近年来，除了重视吸引海归人才，中国更进一步地吸引国际人才。中国政府

在过去的几年里为了满足对于人才的需要开始努力吸引外籍人员来华，并推出了

一系列的新政策为外籍人员来华工作提供便利。

两证整合：

 2015 年 12 月，国务院审改办决定，将外专局实施的“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

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负责的“外国人入境就业许可” 整合为“外国人来华工

作许可”，由外专局负责组织实施。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北京、天津、河北、上海、安徽、山东、广

东、四川、宁夏等地开展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试点。2017 年 4 月 1 日，全国

实施统一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

“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

 2016 年 9 月通过， 2017 年 4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全国统一的“外国人来华工

作管理服务系统”在外籍人员来华工作管理方面实现了以下改进：

（1）统一系统

• 统一管理部门。由国家外国专家局相关部门负责管理。

• 统一申请流程和材料。

• 统一编码。实行一人一码，终身不变。

（2）分类管理。来华工作的外国人分为 A、B、C 三类，即外国高端人才，外国

          专业人才，外国普通人员。

（3）简化的签证和居留许可申请程序

•  “一网”办理，简化不同环节所需材料。所需材料的种类和数量都将减少。

• 用人单位通过网上提交信息，经受理机构预审通过后，由申请人、用人

单位或其委托专门服务机构，将书面材料提交给受理机构。外国高端人

才（A 类）可在线提交相应电子材料，不再提交纸质材料。

• 以前收到地方政府邀请函后才能申请签证的要求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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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4 月至 6 月，新的在线签证申请系统在试点地区如深圳等试运行，

2017 年 7 月将在全国推广。

 两证整合的新政策和新管理服务系统的实施将极大简化外籍人员来华工作的

申请和管理程序，进一步促进中国吸引外籍人才来华工作及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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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针对德国 / 欧盟、日本以及新加坡的引才政策与机制的比较

        研究

4.1    德国

4.1.1   联邦时期德国的劳动力移民：客籍工人

 尽管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外籍劳工一直是德国劳动力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

(Sassen, 1999)。例如在 1914 年以前，大量来自波兰的移民到德国从事农业或采矿

业的工作 (McCook, 2011)。根据国际移民组织显示，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在鲁

尔的矿业城镇里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波兰人或有波兰的血统。在 20 世纪 50 年代

至 70 年代之间，包括波兰和土耳其工人在内的大量客籍工人为德国的“经济奇

迹”做出了贡献 (Euwals et al., 2007; Göktürk et al., 2007)。客籍工人的数量在 1973
年的经济衰退之前达到高峰，在此前共有 260 万名客籍工人在德国居住和工作 
（Sievert et al., 2012)。

 就如其他经济发达的国家，德国的经济受到 1973 年石油危机影响而放缓。

拥有超过 100 万的过剩劳动力，德国被迫终止其与西班牙和意大利签等国签订

的劳动招募协议（Sievert et al., 2012）。但是，证据显示以土耳其人为首的更

多的移民以与家人团聚，而非工作的原因，进入德国（Şen, 2003; Euwals et al., 
2007）。同时，人们越来越担心因为国内移民人数的增加所导致的社会和政治问

题。例如，相对于将移民群体视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多政治和公众

舆论对移民人数增加所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表示担忧（Faist, 1996; Göktürk et 
al., 2007）。

 根据以上关于德国移民工人的介绍显示，德国政府和社会始终把移民工人当

做外来人员。这可能是在 1914 年至 20 世纪初期间，移民工人的融入和安顿问题

没有被列入政策制定的议题之中的原因之一。1 这或许也是 Sievert et al. (2012) 称
德国是一个“非积极移民国家”的原因之一。

 但是，德国自 2000 年以来的新移民政策显示德国可能已经开始意识到吸引

移民，尤其是高技能、受良好教育的人才的重要性。接下来的章节将详细阐述德

国政策的这一变化。

1  关于公众对于移民的认知对于德国移民政策的影响请参考 Fetz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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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德国外国劳工招募的新国内经济背景

 与欧盟国家官方数据的对比显示，在 2004 年至 2015 年间，德国的经济蓬勃

发展的同时，人口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处于萎缩状态。根据世界银行 (2016) 的世界

发展指标显示，德国的经济与其他欧盟的发达经济一样面临着经济危机所带来的

经济衰退。例如，2009 年德国的 GDP 增长率是 -5.9%。但是，德国是能够迅速恢

复其经济的国家之一，仅一年后（2010），德国的 GDP 增长率为上升为 4.1%，

而其他欧盟国家如法国和英国的 GDP 增长率分别为 2% 和 1.5%。另外，Piirto et al. 
(2015) 也显示在 2008 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德国的岗位空缺比例在所有欧盟国家当

中持续名列第一，在 2011 年和 2015 年之间超过 2%，与此同时，其他 28 个欧盟

国家的岗位空缺比例维持在 1.5% 左右。

 尽管德国的经济发展强劲并迅速从经济衰退中恢复，人口数据显示在 2015
年，德国国内劳动力数量仍不足以填补国内 568,743 个岗位空缺 (Germany Federal 
Statistics Office, 2016)。其中一个原因来自于德国的低生育率。世界银行和欧盟数

据都显示，相比于欧盟 28 国 2.0 的生育率 (Piirto et al., 2015) 以及全球 4.0 的生育

率 (the World Bank, 2016)， 德国的生育率持续维持在 1.5。而如上面提到，要想维

持人口总量也需要将生育率保持在 2.1（高于欧盟平均水平，远高于德国）。2

 另一方面，国际移民的流动对劳动市场的补充则能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产生正面的影响（Potts, 1990; Bauer et al., 1999）。所以尽管也许不愿意接受移民，

德国政府在 2005 年公开承认了其为移民国家。如上章节所述，大量来自土耳其

等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仍是在“客籍工人”时代来到德国的。OECD（2015）数

据显示截止至 2012 年，德国有超过 2.21 万移民工人。这些工人也许是 2008 年经

济危机以后德国经济能够迅速复苏的原因。

 德国现代经济发展既需要“客籍劳工”时代的低技能劳动力，也需要高技能

的劳动力来满足诸如 IT 等各产业的需求。Lasi et al.（2014）显示在工程和计算机

等行业，德国的企业和研究可谓国际领先，但是这种领先地位必须依靠大量在数

学、科学、信息技术和科技领域的精英（德语中缩写为 MINT）才能实现。Make 
it in Germany 网站强调德国的劳动力市场非常需要高科技教育的 MINT 移民人才

可能正是德国 MINT 劳动力缺乏的体现。3

2  有关低生育率对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市场发展的负面影响，请参考 Adsera, 2014; Kotowska et al., 2008。
3  Make it in Germany 是由德国联邦劳工及社会事务部和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建立和管理的移民工人

   务工网站。该网站也是一个提供全国相关政策、人才项目和岗位空缺的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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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人口变化对国内劳动市场的挑战，德国不得不放宽其对外国高素质人才

在德居住和工作的规定。在下一节中，我们会详细回顾德国在吸引外国人才上所

采取的举措。

4.1.3  德国人才吸引政策

4.1.3.1  绿卡

 2000 年 2 月，为了应对德国 IT 和高科技行业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德国总

理 Gerhard Schröder 宣布推出针对这类人才的“绿卡”计划（Werner, 2002）。这

一计划在 2001 年八月首次实行，同时也标志着德国对此类人才的招募范围已扩

大到欧盟范围以外。该“绿卡”计划允许德国 IT 公司最多雇佣 2 万名来自非欧盟

成员国的 IT 专家，雇佣时间最长可达 5 年。但是该数字远低于德国 IT 公司所需

要的 75000 技术工人。“绿卡”计划还规定，公司必须证明没有合适的德国工人

能填补这个职位空缺的情况下才能雇佣外国人。如果有合适的本国候选人，IT 雇

主必须对特定部门的外国雇佣进行限制（Bauer and Kunze, 2004）。

 在 2000 年 8 月至 2003 年 7 月期间，该绿卡计划发放了 14876 个工作许可，

比之前估计的 20000 个要少 5000 多个（Jurgens, 2010）。如图 2 所示 , 印度专家

占 IT 业招募的最大份额比例，其次是来自东欧国家的人才加起来超过 40%：

图 2  原始国家对绿卡的招募

 

来源 :  Jurgen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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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加入到德国绿卡计划的 IT 专业人员都就职于少于 500 人的中小型企业。

这类公司申请了 11368 个绿卡工作许可（75%），而超过 500 人的大企业——主

要是像 SAP 和德国电信这样的跨国集团——的绿卡工作许可申请只占颁发的绿卡

总量的 25%。Kolb (2003) 认为，大型 IT 公司之所以无法有效利用绿卡的原因在

于“内部的跨国劳动力流动在企业个体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他进一步指出，

“跨国公司已经在吸引高素质移民上建立了自己的制度渠道”（Hunger and Kolb, 
2003）。Kolb 总结，“绿卡”计划主要的影响在于一方面让中小型 IT 公司之间

能够公平竞争，另一方面也能让他们和规模较大的跨国公司竞争。

4.1.3.2   2005 年移民法

 “绿卡计划”在 2004 年到期后，德国政府在 2005 年通过了一个意义深远的

移民法（Zuwanderungsgesetz）。新法案对包括技术人才在内的外籍务工人员的入

境和居留做出了规定；同时，该法案的颁布也标志着德国政府正式承认德国是一

个移民国家。

 该法案中，移民劳工的规章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以市场驱导的就业形势的

考量。在德国工作的外国人必须持有工作录取通知书与居留许可。根据居住法案

第 18 条，4 居留许可的申请需要得到联邦劳工署的批准才可以被受理。是否符合

特定职业中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对德国的失业率有无潜在影响等方面都是考察

内容的一部分。只有当雇佣移民不影响德国劳动力市场，并且在没有本地人可填

补该职位的空缺时才能发放三年的就业居留许可。

 所有低技术和大多数高技术移民，在德国务工都要受到绿卡制度的限制。劳

动力市场测评不适用于在德国工作一年以上且期间没有换过工作的申请者，然而

申请者一旦更换工作就需要接受测评并且重新递交居留许可申请。

 根据居留法案中 19 条，“高技能”的外国人才首次到德国找工作时也可免

除劳动力市场测评。但是，这部分法案没有对这类人才做出定义，而将其归类到

居留法案第 19 条的技能人才分类中；其中有明确将科学家和学术研究人员列为

目标人群。居留法案 19 条是德国唯一一个针对吸引研究人才的法案。法案中针

对的其他两类人群分别为：大学学术人员以及包括企业高管在内的高端商务专业

人士。居留法案 19 条中对符合这三类专家和行政人才提出的具体标准是年收入

最低达到€ 63000，而在此之前这一门槛是€ 85,500。

4  “条”一词的使用来源于英文翻译版的 2004 年居住法案，由联邦司法部和消费者保护署提供。

   见 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aufenthg/englisch_aufenthg.html#p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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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这些高素质移民必须满足以下三种条件。第一，必须证明他们有

能力融入德国社会；但并不需要申请者或他们的家人在来德国之前提交具有德语

能力的证明。第二，这些移民必须证明他们能够自立而不需要依赖国家福利。第三，

他们的入境必须能在移民法中构成一个“特殊案例”。那些已经被录用并且有一

定工资水平的员工，在通过了相关测评并且属于三类紧缺人才之一的移民能立刻

获得无限制的居留许可（也称居住许可）（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 2005）。有关“居住许可”提供的权利和特权将会在下文继续陈述。

 然而，就业类型是否符合居留法案 19 条的规定，是由地方外国居民机构（以

下称“外国人办公室”）所决定。但是没有证据说明该办公室的官员在就申请做

决定的时候会向联邦劳动署咨询。地方外国人办公室在决定移民是否能达到“能

融入德国社会”的标准时也有自由裁量权。

 更重要的是，居留法案 19 条面对的是最高资质的人员，而职业生涯刚刚开

始的高素质年轻人才将很难达到如此高的门槛。事实上，从 2005 年到 2011 年，

只有 1217 人通过法案 19 条移民至德国。绝大多数的外国高技能求职者是通过法

案 18 条进入联邦共和国。从 2005 到 2010 年，三分之二的移民以“技术人才”

的名义经法案 18 条进入德国。也就是说，这些人是经过某种“培训”才被纳入

法案 18 条 A 类中“高素质可接纳的人才”，B 类（德国大学的毕业生），C 类（外

国大学的毕业生）。这里的“培训”包括职业教育（德国特有的技能分类系统另

见 4.1.5）。根据法案 18 条内容符合以下技术工作分类的个人具有申请居留许可

的资格，而非定居许可：

� · 管理和行政人员；

� · 记者；

� · IT 专家和学术专业人士；

� · 其他专家；

� · 参与国际交流项目的人才

 要进入德国，研究人员不仅可以通过居留法案第 19 条，也可以通过居留法

案第 20 条。根据居留法案第 20 条已经和一个比如像 Max Planck Institute 这样的

官方认证的研究机构签署了项目协议的学者这类人才才可以申请临时居住许可。

在第 19 条和第 20 条之下发放的居留许可和第 18 条一样，有效期可以长达三年。

2011 年以前，只有 668 人在法案 20 条下提出申请。

 对极少数初次来德国即获得居留权的移民者来说，“定居许可”为他们提供

了相当大的权利。除了不用接受劳动市场测评以外，定居许可也不受时间和范围

的限制，这些人才能够根据需要随时换工作。此外，他们的家庭成员也无须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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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德国前有一定德语水平，亦无须提供工作证明。但是，定居许可持有者的配

偶在来德前必须有基础德语能力，在此基础上只要达到居住法案 18 或 19 条的标

准，这些人就可以在德国找工作。

 没有通过法案 19 条的技术移民申请者也可以在拥有 5 年的居留许可的前提

下申请定居许可。申请人必须满足四个附加条件。第一，要获得相关工作许可，

有能力保障自己以及家庭成员的生活。第二，强制性参加德国养老保险至少 60
个月。第三，德语能力过关。第四，无犯罪记录。

 2005 年的居留法案简化了获得居留许可的程序。居留法案是基于“一站式管

理”的理念——要获得合法居留权，只需向地方外国人办公室提交一份申请即可。

而之前的条例规定则是要求申请者就居留许可和就业许可分别提交两份申请。来

自欧盟成员国和许多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澳洲在内的非欧盟国家的外国人在来德

前不需要办理签证，而可以在来到德国后申请居留许可。这些人可以在获得居留

的延长许可前可在德国停留三个月。和入境之前需要申请签证的人一样，进入德

国前未办理求职者签证可以根据居留法案 18 条中有相关规定提出申请“求职”

签证；申请者将有长达六个月的时间在德国找工作。到达德国后，申请人需要带

着身份证件、健康和“无犯罪记录”证明、租赁合同（如需要），就业 / 财政独

立的证明，以及健康保险，到地方外籍人员办公室提交居留许可的申请。申请人

只需要经过 10 分钟的面试，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申请一般将会在一到两周内

获得审批。德国地区间对申请居留许可所需的文件以及其他程序和规定有很大的

差异（报告的 4.1.5 部分将更详细地讨论）。

 个体经营和创业的外籍人员也有资格申请居留许可。创业移民必须证明他们

的储备资金可以保证其业务的正常运营，所提供的业务能够满足国家或地区的需

要，并能为德国经济带来利益。在授予申请者居留许可之前，地方外国人办公室

也会评估外籍企业家过去的经营理念，业务记录和创业公司研究创新以及职业培

训的潜力。个体经营的申请人最多可以获得三年的居留许可，并和受企业雇佣的

居留许可持有者一样能够申请定居许可。如果申请者在三年内创业成功并且可以

财政独立就可以获得定居许可。

4.1.3.3  在德国大学毕业的外国学生

 2005 年居留法案从实施以来就因其未能对年轻的外籍高技能人才，尤其是大

学应届毕业生，提供支持帮助而饱受诟病。例如，居留法案 19 条主要针对的是

高端资深人才（高管人员、精英研究人员和一流科技人员）而并非年轻一代的高

技能移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居留许可证从 2009 年一月起对从德国大学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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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放宽相关规定。根据法案，在德国大学的外籍毕业生可以通过法案 18 条

在德国申请居留许可。而修订后的法案则规定，德国的外籍毕业生在申请居留许

可证时不需要接受劳动力市场测评，然而在外国大学毕业的毕业生及有 IT 行业资

质的人员在申请居留许可时仍需接受测评（Wiesbrock and Hercog, 2010）。

 从德国大学获得学位的外国人也可以通过快速通道在 2 年而非 5 年后申请并

获得定居许可。申请者必须符合四个条件以更早获得定居许可的申请资格。第一，

必须已在相关领域内找到了合适的工作。第二，需要持有以下几种许可证之一两

年：就业居留许可或者针对自主创业的居住许可，欧盟蓝卡（会在接下来的部分

介绍）。第三，必须已经支付 24 个月的德国养老保险。最后，德语水平必须达

到 B1 水平（Federal Office for Migration and Refugees, 2013）。

4.1.4   德国移民政策和欧盟

 作为六个创始国之一，德国与法国，意大利，荷比卢经济联盟等欧洲国家在

1957 年签署了《罗马条约》，标志着今天的欧盟（EU），以及欧洲共同体（或

EC，也被称作共同市场）的成立。所以德国的劳动移民政策一直深受欧盟 / 欧共

体的相关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情况的影响，尤其在欧盟最新的大型人才吸引措施方

面，例如 2009 年的蓝卡方案。

4.1.4.1   欧共体 / 欧盟成员国间的劳动力流动与德国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

 一直以来，欧共体都强调成员国间人口，包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交换。这

一原则作为 1957 年罗马条约（Freiburg University, 1957）的第 50 条的重要内容，

保障了在“客籍工人”时期的德国以及其他有劳动力短缺问题的欧盟一线经济体，

尤其是法国和荷兰等国家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1958 到 1972 年期间，欧共体成

员国对非本国人员签发了 8 百万个工作签证许可，其中三分之一的移民来自欧盟

内部，如意大利等国家（Koikkalain, 2011）。以在 1968 年实行的 1612/68 条例为

代表，欧共体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期间在劳动力流动的规定的问题上进一步解释并

扩大了《罗马条约》中的相关方针与规定；如在 1970 年和 1977 年实行的 1251/70
和 77/486 条为代表的修正案中，在养老金保障以及子女教育方面给予移民与本国

公民同样待遇和权利（Condianizi et al., 2008; EUR-lex, 1977; Official Journal of EU, 
2013）。

 在这些举措实行的同时，由于 1986 年的 Deborah Lawrie-Blum 案例，欧共体

对劳动者的定义被扩大，囊括在欧共体工厂以及其他行业工作的人员。1986 年的

Deborah Lawrie-Blum 案例是在 1986 年，一个名为 Deborah Lawrie-Blum 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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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申请在德国巴登 - 符腾堡州一所高中担任健身房教练，但是该申请违反了德国

雇佣相关的条例。然而欧洲法庭最后裁定 Lawrie-Blum 胜诉，并以此为契机将欧

共体人口自由流动规则中劳动者的定义扩大至服务业的专业人士和工厂的劳动者

（EUR-lex, 1986[b]）。其他欧共体、欧盟司法裁决监管措施同时将工人的类别扩

大至短期工作的个人与学徒在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Koikkalainen, 2011）。但

是这也是德国第一次与欧共体的立场发生冲突。

 在 Lawrie-Blum 案的近二十年后，德国和欧盟之间在劳动力自由流动方面再

次出现摩擦。这次摩擦的契机在于 2004 年欧盟经历了史上最大一次成员国扩充，

接纳了七个前东欧苏联集团和两个地中海国家为欧盟的新成员国。这些新成员国

和欧盟中的发达成员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工资差距，例如拉脱维亚的平均工资水平

是欧盟原成员国的八分之一。如此巨大的工资差距可能引发新一轮从新成员国到

发达的欧盟成员国的经济移民潮。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发达成员国对此表示了担忧。

尽管德国与奥地利有权在成员国扩充后的 7 年内（截止至 2011 年 5 月）限制来自

新成员国的移民，在 2007 年欧洲两个经济能力欠佳的国家——保加利亚和罗马

尼亚成为新成员国后，这种担忧再次被以德国为首的原欧盟成员国提上议事日程。

同时德国和奥地利也是在新成员国加入欧盟后，欧盟原成员国中最晚取消对新东

欧成员国的工人过度流入限制的国家（Koikkalainen, 2011; Pytliková, 2014）。

 在 2004 年后，来自东欧的低技能劳动者移民大量涌入原欧盟成员国的预测

成为现实。作为最早欢迎来自新成员国劳工移民的国家，英国和西班牙成为来自

新成员国劳工移民潮的主要目的地。另外，波兰的移民占来自新成员国的移民的

多数，有 200万，即 5.3%的波兰人口是海外移民。由于在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前，

英国，爱尔兰和西班牙的房地产业的繁荣发展，在这些国家的东欧男性低技能劳

动者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女性低技能劳动者则主要从事保洁和护理工作（Spiegel 
Online International, 2009）。

 因此，2004 年欧盟扩大后出现的低技能劳动者大规模移民现象与早期“客籍

工人”时代的工人活动相似。但是这一现象并不足为奇，因为在 2004 年前即使

有针对高技术移民的引才政策，东欧的高技术移民数量也相对有限。德国绿卡计

划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所发放的有限的绿卡中，来自东欧国家的申请者大约占

申请总人数的 40%（详见图 4.1.3）。

 包括来自新欧盟国家的劳动者在内的进入欧盟国家的低技能或无技能劳动者

数目持续上涨，已经在经济发达的欧盟国家移民人口中占主导地位。这种欧盟劳

动力市场局势为接下来吸引欧盟以外高端人才的措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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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   蓝卡的背景

 欧盟的官员很早就意识到其政策在吸引非欧盟国家的高技术人才上存在缺

陷。曾经在蓝卡计划上工作了许多年的前欧盟司法和安全长官 Franco Frattini, 在
计划筹备过程中曾多次引用统计数据证明在欧盟的高质量劳动力中非欧盟员工人

口的比例太低，只有 0.9% 是；相比之下，该人口在澳大利亚的比例为 9.9%，加

拿大为 7.3%，美国为 3.5%。他声明，“这些数据很清楚地显示，欧洲市场对高

技术人才并非很有吸引力，这也是我们必须决定推出这个提议（蓝卡计划）的原因” 
（Spiegel Online International, 2007; Speciale, 2010）。

 从 2015 至 2025 年间欧盟将增加 23% 的高技能劳动者职位的需求（6 千 8 百

到 8 千 3 百万），这加重了欧盟成员国对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担忧。例如，IT 行业

的劳动力需求年增长在 10 万左右，然而本土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数量却供不应求，

因此预计欧盟国家的 IT 及相关行业需要在 2020 年前吸引将近 82 万 5 千名非欧盟

成员国移民。在更为重要的卫生保健领域将在 2020 年在卫生保健及辅助类行业

出现近 200 万人才缺口（European Commission, 2015）。在医疗领域方面，人口

老龄化的情况加剧了对高技能外籍人才的需求。

 蓝卡计划在 2007 年十月首次亮相时，欧盟委员会主席 José Manuel Barroso
强调欧盟成员国间需要对非欧盟高技能人才的录用和长期居留的相关规定进行统

一。Barroso 认为，27 个成员国间相关程序的不统一阻碍了欧盟各国吸引高技能

人才的效率（Speciale, 2010）。因此，一个统一的规章制度，蓝卡计划将为欧盟

成员国吸引更多来自非欧盟国家的高技术人才。本文将在下面介绍关于蓝卡计划

的性质和运作，包括它对技术移民政策的协调，以及德国使用这一计划来吸引国

外人才的成效。

4.1.4.3   欧盟蓝卡：机制，运作与在德国的应用

 经过长年的商榷谈判，成员国在搞技术人才的录用及居留管理上得到了相当

大的自主权（Cerna, 2014）。但是，即使做出了这些让步，英国，爱尔兰和丹麦

这三个主要成员国仍选择不加入蓝卡方案。一些德国政客也表示反对这项计划，

同时奥地利政府谴责该方案“过于集权化”（Cerna, 2010）。即使如此，德国政

府还是在 2012 年 5 月实行了蓝卡计划（Cerna, 2014）。这一举措被视为德国劳动

力移民规则自由化过程中一个主要的进步（BBC, 2007; Kolb, 2014）。

 在 2009 年的蓝卡管理方针下非欧盟高技术移民可以申请全欧洲境内的工作

许可。申请人必须持有以下几类文件之一：正规大学的学位，工作合同，欧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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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企业的一年期工作合约或者高于国家平均水平 1.5 倍的年薪总额的证明（如

科学和 IT 等紧缺行业则为平均工资的 120%）。蓝卡申请人在第一个成员国成功

申请到蓝卡并居留 18 个月之后便可以移民到其他成员国。这个规定旨在保障蓝

卡持有者在已接受该计划的 24 个欧盟成员国间的合法地位，以促进国家间的人

才流动。而成功申请蓝卡计划的非欧盟移民在五年后将获得永久居留权。在税收

优惠，社会救助，养老金支付，公租房和研究资助方面，蓝卡的持有者享受与欧

盟公民同等待遇。最后，蓝卡计划的一个亮点在于申请流程中的“快捷通道”：

蓝卡申请一般在三个月内审批，这比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内同类政策更快捷（EU 
immigration Portal, 2016; Speciale, 2010; Spiegel online, 2013）。

 而德国直到 2012 年中期才以比较人性化的方式全面实施欧盟蓝卡计划。首

先，欧盟蓝卡的持有者在满足前文提到的申请条件下可在申请居住许可时走快捷

通道。蓝卡持有者在高精职位就职的 33 个月后即可获得许可。有 B1 德语水平的

人所需的时间则更短，可以在 21 个月内就获得居住资格。蓝卡持有者的家庭成员

也可被允许进入德国求职（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Federal Office 
for Migration and Refugees], 2013; Kolb, 2014）。

 德国的蓝卡计划对在德国生活和求职的学生学者尤为慷慨。蓝卡计划规定，

在德国大学毕业的外国学生可以在德国居留 18 个月用以求职，而之前他们只被

允许居留 12 个月。此外，对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求职者并没有任何限制，

例如就业不再需要事先获得联邦劳动署的批准。并且，这些人能和其他从德国大

学毕业的非蓝卡持有者一样，通过两年的快速通道申请居住许可，所需满足的条

件是要持有劳动合同，并获得最低的年收入要求€ 46,800（截止 2014 年，数学家，

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和 IT专家要求€ 36,200），外国学者可以在德国获得欧盟蓝卡。

收入相对较低的高素质非学术型人才同样也有资格申请德国蓝卡（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Federal Office for Migration and Refugees]，2013; ICEF 
Monitor, 2012; Kolb, 2014）。Kolb (2014) 指出，这些都显示了“对蓝卡持有者的

劳动力市场测评，以及接近欧盟定义的最低工资线的边缘的工资上限，以及对蓝

卡持有者家庭成员任意加入劳动力市场的废止”。蓝卡计划主要劣势在于在申请

者得到合法工作资格前必须在指定雇主处从事至少两年的高技能工作（Weisbock 
and Hercog, 2010）。 尽管德国的居住许可的申请并不要求持有者从事特定的工作，

但蓝卡的规定并不适用于居留许可持有者。

 正如前部分所提到的，欧盟成员国在针对蓝卡申请者的移民规章管理和程

序中拥有相当大自主权。例如，成员国政府的司法部门有权自行决定接纳移民的

数量。加入法案的条款鼓励成员国继续为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劳动者提供优先权

（Cerna, 2010: 10）。此外，蓝卡方针提供的只是最低标准和有限的权利，通过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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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可能”条款和对国家立法的参考为成员国提供相当大的自主权。换句话说，

成员国可以像德国一样选择相对自由的移民制度，或者选择对技术移民相对严格

的移民制度。最后，欧盟其他成员国对高科技教育人才的引才计划也对蓝卡计划

造成竞争压力，而非辅助作用（Desiderio, 2016）。例如，德国保留了 2005 年的

居留法案并以此作为相关资深技术工人录用政策的法律基础（Bauder, 2008）。

4.1.4.4   评价蓝卡

 从欧盟蓝卡计划的施行现状可以判断蓝卡在吸引高质量人才方面并不尽如人

意。据 2015 年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报告，欧洲国家在吸引高素质移民上

仍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前往欧洲的移民中四分之一属于高素质人才，而前往非

经合组织国家的同类型人才则为 35%。2011-2014 年的盖洛普调查也显示，欧盟

国家吸引外来人才的效率较低，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经合国家相比吸引力较小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2015 年欧洲委员会内部的评估也发现，蓝卡发

行的数量远低于期望值（European Commission, 2015）。

 根据德国汉堡全球和区域研究所研究发现，蓝卡计划效果欠佳的其中一个原

因为“逆向人才流失”，可能是因为本报告早前提到的中国和印度这些新经济体

崛起吸引了其侨民回流的现象有关（Wogart and Schüller, 2011）。然而，欧盟委

员会认为更根本问题在于蓝卡计划的设计和操作。委员会认为计划成效欠佳的主

要原因在于蓝卡没能取代现有的国家移民人才吸引计划。委员会指出，在蓝卡计

划制度中，欧盟成员国间对于非成员国技术移民的管理及成员国之间劳动力的流

动性的促进所达成一致的意见有限。评估同时指出，“不同体制之间的差距对录

用非欧盟国家的人才造成了困难”（European Commission, 2015）。 Cerna 对欧

盟委员会的这一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不同国家的高技术移民政策已经扩大到欧

盟层面，这导致了成员国在蓝卡计划立场上呈现“双层博弈”式的多样化。这些

分歧不仅使得蓝卡计划变得成效欠佳，而且变得更像一种“营销工具”（Cerna, 
2010）。

 委员会进一步总结蓝卡的设计与实施方案的两点瑕疵。首先，申请者必须与

指定雇主绑定，也就是说如果申请者失业或者想要换工作就必须重新办理蓝卡。

其次，蓝卡只适用于非欧盟国家的员工，不包括创业者。然而经合组织数据显示，

来自非欧盟国家的移民更倾向于创业——13.5% 为个体经营，而国民当中的比例

仅为 12.6%。此外，和美国的调查结论相似，此类移民更有创业冒险精神（Desiderio 
and Mestes-Demènech, 2011）。 他们通常具有高学历背景并为东道国创造了超比

例的就业机会（European Commissi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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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德国最初对蓝卡计划的实施并不主动，在 2012 年实施蓝卡指令后，它

迅速成为欧盟蓝卡的最大发行国。事实上，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蓝卡评估，在 2013
年发放的蓝卡当中有 90% 来自于德国。然而委员会指出，一个国家压倒性的蓝卡

签署数量正显示了该计划的失败，因为它没能在欧洲平均地分布这些高素质的非

欧盟移民人才（European Commission, 2015）。

4.1.5  对德国吸引人才努力的整体评价

 尽管在过去十年里德国积极地吸引高素质人才，但是政策的实施却呈现出不

同的结果。一方面，有证据显示德国的移民，特别是那些拥有相对高的技能和教

育水平的移民正在德国的劳动市场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另一方面德国

政府却不愿意再拓展政策，吸引来自欧盟外的技术人才。这一情形源于相关政策

在实施中面临诸多问题，同时很多公司即使面临国内劳动力短缺却仍不愿意雇佣

外国人等原因。

 但是，因为缺乏有关外国劳动力的详细统计数据，要系统地评估德国在吸引

外国人才上的政策较为困难。尽管德国一直是传统的移民目的国之一，它在收集

和公布有关移民劳动力流入的数据上仍然明显落后于其他类似的国家。在德国，

由移民和难民联邦办公室管理的中央外籍人员登记处应该有关于国内移民的数

据。但是，该数据库内容属于内部机密，不对劳动力迁移流动研究开放。实际上，

这些数据是存在的并且通过居留法的 19 和 18（也包括 20）分别可找到来德的移

民数据。但是正如在 4.1.3.2 所讨论，只有少数高级移民人才是通过 19 法案来的

德国。在 2005 年和 2010 年之间，19 法案中的三分之二移民完成了“正规培训”，

被认证为“技能型人才”。德国相关政府部门没有公布有关德国大学毕业的留学

生在德国开始工作之前的数据（OECD, 2013）。德国管理移民的政府机构也未能

提供有关具体高技能职位群体，如国内的外国研究人员的详细数据。但在 2005
年和 2011 年之间，通过 19 和 20 居留法案前往德国的移民很少；由此可能可以说

明在德国工作的外国研究人员很少。

 德国经济研究所针对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外国劳动力完成了一项研究。研究表

明，2009 年，约五分之一的在德国工作生活的移民被归为“技术性”劳动力。然

而，这个比例有可能因德国职业分类方案中对“技术性”的定义的不同而被夸大：

技术性工人（Fachkräfte）不仅包括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也包括那些至少经历

过三年职业培训的人。换句话说，“技术性”人员包括半技能和高技能人员（OECD，

2016）。

 2009 年柏林人口与发展研究所针对在德国工作的技术移民进行了研究。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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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参考了德国微观人口普查数据，抽样调查了 1% 的家庭。根据研究，在 2005
年和 2008 年之间，五分之一的德国人持有大学文凭，而持有大学文凭的国际移

民（包括来自其他欧盟国家的移民）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同时，在 2012 年实施

蓝卡计划之前，毕业于德国大学的留学生和创业移民已开始逐年增加（Constant 
and Tien, 2011）。

 根据欧洲委员会 2015 年的数据，德国的移民人数在 2012 年开始激增，在德

国工作的外国人于 2012 年达到 400 万。但是，目前缺乏有关外国劳动力，如技

术水平等的最新详细数据。基于以上的讨论，这份报告假定德国有接近 90 万名外

国工人，即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移民可被归为“技术性”移民。依据 2014 年 5
月 20 号由经合组织发布的移民政策辩论宣传页显示，德国在移民目的地国家排

名中已从第九位上升到第二位（Workpermit.com, 2014）。尽管绿卡计划结果不尽

如人意，以及近期对德国引才政策存在诸多批评，这排名的变化显示德国在短时

间内在吸引人才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同时，绿卡机制的失败和诸多批评意见正说明德国有关国际人才的相关政策

有待改进。2012 年有超过 100 万人迁移至德国，是德国数年以来经历的最大移民

潮。尽管如此，近三分之二的移民人口来自其他欧盟成员国。大量的移民为了逃

避经济危机而迁移至德国；在 2005 年和 2010 年之间，共有 18000 的技术工人从

非欧盟国家移民到德国。尽管在 2010 年后欧盟的经济逐渐恢复，每年仍有 2.5 万

名外国非欧盟劳动者定居德国，但是目前缺乏关于他们的技术水平的详细数据。

此外，在这些移民当中，仅有 2500 的移民是通过欧盟蓝卡计划来到德国（Dick, 
2012; Popp and Tietz, 2013）。

 正如前面所讨论，德国难以吸引高技能移民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尽管技术工

人的国内需求日渐增加，德国企业依然不愿意聘请外国工人。根据经合组织的研

究，在 2010 年 7 月和 2011 年 7 月之间，十个德国公司中有九个有职位空缺，但

是只有四分之一的企业愿意聘请外国员工。与绿卡运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

经济的核心——中小企业，对于聘请国外的技术工人尤其不主动。经合组织的研

究发现，由于担心全球招募的成本过高，因此只有 20% 的公司会考虑海外招募

（Popp and Tietz, 2013）。

 但是，即使德国的雇主进行全球招募，国家移民系统的运作也会限制国外人

才的流入。虽然经合组织表示德国有关技术移民的新规定是世界上最开放的之一，

但是申请的程序和运作造成外国求职者难以申请相关签证。比如，对于外国人尤

其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而言，申请程序比较复杂，而且整个过程通常花费

三到六个月。另外，尽管信息资讯和相关的官方文件有六种不同语言版本，但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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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申请所需提交的文件必须翻译成德文。此外，地方移民和就业办公室经常人手

不足，很少官员能掌握如英语等除德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尽管申请许可所需时间

相对快捷，预约申请往往却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最后，证据表明有关移民体系

变化的信息在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扩散缓慢也可能影响申请过程。

 再次，德国的联邦政府系统使得移民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复杂化，权力分散在

柏林的中央政府、15 个州（Länder）和地方政府之间。这种政府结构，以及各州、

地方外国人办公室和劳动部门的不同处理方式也使得劳务移民申请的流程和规则

不统一。劳动部观察到：“德国联邦制对劳动力移民管理的特殊影响反映在众多

不同规章之中”。德国商会的一项调查也支持这个观点，认为“复杂的法律和申

请程序”是德国劳动力市场招募高素质人才的障碍之一（Laubenthal, 2012）。

 德国政府的权力分散也阻碍了外国资格证书的相互认可。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因为不能承认这些国际技术工人所持有的资格证书也许是德国公司不愿意雇佣非

欧盟技术工人的原因之一（Oltermann, 2014）。德国在 2012 年的确实行了相关的

资格认可法案，一些人认为这个法案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推进了国外职业资格

评估过程的清晰化 (Fohrbeck, 2013)。但有些学者，特别是 2007 年著名研究“人

才荒废”的作者，移民专家 Bettina Englmann 认为，这个法案不适用于所有专业

人士，即使适用，指导方针也不够明确。Englmann 指出，由于德国复杂的政府结

构，新法没有在德国境内统一实行（Popp and Tietz, 2013）。

 总体来说，德国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有成功的经验，在落实中存在很多复杂

的问题。德国必须改进政策的执行和服务的提供，以便更有效地吸引国际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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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日本

4.2.1   政策制定的背景

4.2.1.1  社会背景：老龄化和人口下降导致劳动力短缺

 和德国相似，日本正在面临着严峻的人口发展趋势。自 2011 年起，日本的

人口正在逐渐步入老龄化，人口总量也开始逐渐缩减。仅在 2014 年，日本的人

口总量就下降了 21.5 万人，相当于伦敦 Hackney 区总居住人口，并且 65 岁以上

的日本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四分之一（Statistic Bureau of Japan, 2016）。2012
年，National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的报告表明，预计

到 2060 年，日本的总人口会从 2010 年的 1.28 亿下降到 8700 万，这意味着总人

口将下降接近三分之一，65 岁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 40%（National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2012）。

 人口下降对日本财政的未来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为这会对筹备养老金，

以及增加政府借贷造成重大问题。日本已经被评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债务的负

债国之一，其国家负债占 GDP 的比重在 2013 年高达 201.1%（The World Bank, 
2016）。由于人口比例将在未来呈倒金字塔结构，这一问题很有可能会持续恶

化 （The Economist, 2014）。与此同时，日本公司还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劳动力

短缺和职位填补的问题（Ganelli and Miake, 2015）。以 2014 年为例，即使已经

处于经济萧条的边缘，日本的雇主还在为每 100 个求职者提供 109 个工作岗位

（Slodkowski, 2014）。

 这一差距不仅体现在生产和服务人员的缺少，相同情况也存在于高素质人才

的短缺。日本的高科技经济领域正遭受着严重的软件工程师短缺问题。比如，一

个位于东京的手机游戏开发商，DeNA 最近向电脑人才招募公司反映，地方市场

只有 10% 的工程师能达到公司要求的水平（Martin, 2015）。

 日本那些希望“走向国际”的公司还面临着管理人才短缺的重大问题，即在

萎靡的国内经济需求和增长乏力的背景下，走入多样化的海外市场已成为日本公

司发展的当务之急。根据世界竞争力年鉴，一项关于管理者是否拥有管理海外扩

张的工作能力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接近垫底的国家中，日本是唯一一个作为发

达国家，而管理者的海外扩张能力倒数前几名的国家，即 60 个国家中排名第 51
（Rosselet, 2013）。大和研究所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技术型与非技术型劳动力

的短缺，如在 2015 年和 2016 年的将近一百万的缺口，将导致日本 GDP 下降 2%
或减少 860 亿美元（Ganelli and Miake, 2015）。



中国吸引国际技术人才的政策与实践比较研究报告

36

 因此，日本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在本地高素质人才短缺的领域，例如高科技

行业等，雇佣外国人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乐天公司，它运营着日本最大的电

子商务网站。该公司 80% 的工程师都来自包括中国、印度和美国等国家 (Martin, 
2015）。

4.2.1.2   吸引高等教育和高技能人才的早期方案

 与许多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日本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拒绝移民进入。探寻

这个岛国和其文化的巨大困难加强了日本文化的单一性，使得日本人异常抗拒外

国人的涌入 (Burgess, 2010)。1952 年，在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后，许多殖民地

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仍被视为外籍人士。尽管在二十世纪 60 年代的繁荣时期，

日本经济与德国一样经历了产业工人的短缺，与德国不同的是，日本政府和制造

业公司禁止外国“客工”的流入。在 1985 年，仅有不到 850,612 的外国人住在

日本。尽管截至 2012 年，该数据已增长一倍至 200 万，约占总人口的 1.59%；

但是日本的外国人口的数量仍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Chiavacci, 2012; Green, 2014; 
Immigr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Justice, 2012; Japan Times, 2013; Kashiwazaki and 
Akaha, 2006）。

 在二十世纪 80 年代，日本政府首次尝试增加外籍高技能人才的数量。政府

推出了一个国际化的计划，旨在增加在日本大学读书的外国留学生数量，希望能

在 2000 年能提升到 10 万人。然而，在这个计划下招募的大部分来自其他发达国

家的国际学生，并没有被视作日本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外国人才来源。实际上，他

们被寄希望于在毕业后回到自己的祖国，促进与日本经济和政治外延（Chiavacci, 
2012）。

 根据这一计划，大多数的外国学生在日本的学习都是自费的。学生签证的持

有者可以每周工作 20 小时，用以支付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潜在的日本大学留

学生也可以在私立学校学习日语，为在日本接受高等教育做准备。而这些大学预

科生的签证程序已经被大大简化和加快了。Chiavacci (2012) 指出，这个方案确实

增加了日本大学外国留学生的数量，虽然下文将显示总数仍小于目标数目，但也

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从 1984 到 1986 年，进入日本的预科学生数量增长

了三倍多，从 4000 增长为 12500；然而在日本大学的外国学生增长的相对平缓，

仅从 4000 增长到 6000。大多数学生都参与了预科语言预备项目，其中包括许多

来自中国南部地区的学生，虽然实际上他们无意继续在大学学习，而是持学生签

证开始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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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政府对于外来移民的基本政策一直是不接受“非技术”劳动者，作为

规范了该国的外籍人员流入量的法案，1952 年的移民控制法正体现了这一原则

（Kashiwazaki and Akaha, 2006; Mori, 1997）。由此，政府开始规范语言学校并

严格审查学生的签证申请，直接导致了学生数量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急剧下降

（Chiavacci, 2012）。此举与 1989-1990 年温和的移民控制方案改革相反，1989
年的法案重新将移民签证分类，旨在增加职业性移民和技术型劳动力的数量，同

时限制非技能型劳动力的涌入。后者还包括对提供“非法”就业机会的雇主的制

裁。（Kashiwazaki and Akaha, 2006）。

 即使在做出这些改变后，仍有两个“后门”对涌入日本的非技能型劳动力开

放。其一是 1993 年的技术实习培训项目中的实习生培训制度被大量扩张。该制

度允许外国人以实习生身份工作。当中许多申请者后来成为了客籍工人，并在农

业，渔业，建筑业和各种如纺织业，机械和金属领域等的分支机构找到了工作。

从二十世纪 90 年代到 2008 年，在日本接受训练的人员数量由 2 万上升至 20 万，

增加了 10 倍。另一个“后门”是给所谓的日侨或日本移民的后裔颁发没有任何

就业限制的居民身份。到 2005 年，有 35 万日侨在日本生活和工作，其中大部分

来自南美，尤其是巴西。找到工作的人大部分是从事日本出口制造业的短期低技

术型工人。而这群劳动力在日本公司，特别是在制造汽车和电子消费产品行业的

企业，在提升生产体系灵活性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该劳动者群体也

促使这些日本公司快速提高国际竞争力。许多签了短期合同的日侨在 2008-2009
年的经济衰退期时被解雇了，这对出口商的打击尤为沉重，并导致总劳工数量在

2010 年该下滑至低于 30 万（Chiavacci, 2012; Kashiwazaki and Akaha, 2006）。

 借由 2008 年新颁发的 30 万国际学生计划，在日本工作的低技能劳动力数

量有了进一步的增加。该计划旨在进一步提高在日本大学学习的国际学生数量。

到 2003 年，通过该计划到日本的留学生的数量增加到 62000，而新计划则希望到

2020 年能够将留学生人数提高到 30 万 (Student Services Division, 2004）。根据这

一计划，学生不仅可以在读大学时在外工作用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在毕业后也

可留在日本继续寻找工作。尽管这项措施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提高受过良好教育

的人才数量来填补高技能职位缺口，但是大多数学生依旧没能找到对口的工作。

许多人仍从事当初帮他们付学费的低技能终端服务工作。能找到其他工作的通常

也是在日本的中小公司，因为此类公司更愿意找外国劳动力签署临时合同。另一

方面，著名大型企业则不愿意雇佣外国劳动力，而是转向雇佣日本本土大学毕业

生。在日的中国留学生是日本大学的最大留学生群体，他们往往都只能在小型企

业里找到一份没有太多就业保障或职业前景的工作（Chiavacci, 2012; Japan Times, 
2015; Kamibayashi, 2006; Liu-Farrer, 2011; Murai,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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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日本移民政策的指导原则对技术移民的支持大过非技术移民，前者仍占

日本总体劳动力的绝对值和相对值中的很小的部分。根据日本司法部的数据，在

2010 年有 19.8 万高技术移民者在日本工作，仅占 2 百万居住于日本的外国人口

的 9%（Green, 2014）。大约有 59% 的人被归到下面这几类广泛的签证类别：工

程师 / 技术人员（24%）、“人文学科专家”（包括法律、经济以及相关社会科

学的专业人士）以及“国际业务服务”（包括设计师以及外贸服务人员）。其中“人

文学科专家”以及“国际业务服务”种类加起来占外国技术移民工人的 35%。第

二大类别（15%）由“技术型工人”，或者受过训练的工厂人员、工匠和厨师组成。

其余的外籍劳动力则均匀分散在各个领域，包括跨国公司、投资者和业务经理、

讲师、教授，和“其他”种类，其中研究人员可以归到教授类别。在这里着重强调，

除了高技能外国专业签证（HSFP Visa）的积分标准（这一部分将在下一节讨论），

日本没有对高技能工人的“官方”定义。因此，正如 Oishi（2012）强调的，政

策制定者和学者经常使用签证类别来区分专业人士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型人

力资源，其中也包括上述的“技能型工人”。

 日本政府最近的数据表明，技术移民的数量在日本的外国劳动力中的比例

仍相对较小。依据日本卫生、劳动和福利部的《外国人就业形势报告》，截止至

2013 年 10 月，在专业和技术领域工作的外国人占外国总劳动力人口的 18.5%。

卫生、劳动和福利部将高技能外籍工人的数量确定在 132,571 人（Kodama, 
2015）。

4.2.2   高技能外国职业签证 （HSFP Visa）

4.2.2.1  机制与运作

 在 2012 年，为了持续吸引高素质外国人才以解决国内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以及缓解日本经济在二十世纪 90 年代所遇到的资产泡沫问题，日本制定了高技

能外国专业（HSFP）签证。该计划是日本政府对吸引海外高素质高科技人才所做

的一次最新且较为深远的努力。与日本一般的移民政策类似，该项目依旧由司法

部门主要负责管理（Green, 2014）。

 HSFP 签证是一项混合方案，结合市场导向、个人技能基础的签证程序。该

签证的制定借鉴了美国和加拿大对外国高素质劳动力的签证程序。在以市场为基

础的体系里，外国人必须首先获得一份与日本雇主签订的工作。然而，在其他以

技能为基础的系统里，HSFP 的签证资格是通过累积一系列不同类别的分数来计

算的。与德国居留许可类似，HSFP 签证专门针对特定类别的高素质人才，如研

究人员和学者即是此方案中三类技能人才中的一类。其他两类分别是技术活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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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管理。在学术类别里，该项目主要针对大学级别的教授所设置，希望他们能

在研究领域为公共或私人组织工作。技术活动组不仅包括工程师和 IT 人员，也涵

盖了包括医生和律师在内的外国专业人才。企业管理是指企业的高管，包括银行

业和金融业，以及投资者（Green, 2014）。

 每一个类别都有自己的分数系统，要获得 HSFP 的签证资格需要最低 70 分。

三大类别都会对学位授予大量分数，尤其对高级学历（最多 30 分），年收入（最

多 50），工作经验（最多 25）和年龄（最多 15）。学术和技术活动也会对研

究成果进行奖励（15-25 分），同时三个类别都会对“特殊抱负”给予分数（5-15
分），比如在小公司工作、从日本大学毕业，或是有很高的日语水平（Green, 
2014）。

 满足这些条件的外籍人员有资格凭借 HSFP 签证在日本工作。在 2014 年 6
月修订的 HSFP 签证计划中，签证有效期为五年，持有人在三年后就可申请日本

的永久居留权。这种永久居留权的时间要比同等类型的外国人签证短得多，如一

般的日本签证要想获得居留权需要 10 年的时间。和其他给外国的日本签证一样，

HSFP 签证的持有者可以把他们的配偶和子女接来一起居住。但是这个项目有一

个独特的优点，即对签证持有者的配偶提供全职工作的许可。HSFP 的签证持有

者也可以把他们的父母或者配偶的父母接到日本来住，并雇用“外籍家政助手”

来从事家务和保姆的工作。HSFP 所有的优点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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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技能外籍职业（HSFP）签证的优点

1.  允许参与其他移民身份的社会活动

除了拥有单独的居住移民身份的社会活动之外，此类签证持有者也可以参与其他多种移

民身份的活动，比如学术活动以及和商务管理相关的活动。

2.  5 年签证有效期

对 HSFP 持有者一律给予 5 年签证。其他的签证持有者通常只有 3 年或更短时间（视情

况而定）。

3.  放宽永久居住要求

获得 HSFP 签证至少连续三年后，能得到永久居留许可。

4.  优先处理入境和居留手续

相比于其他签证，入境和居留手续的申请更快。大多数移民申请流程在五到十天内。

5.  允许配偶工作

即使没有达到工作签证的一般要求，HSFP 签证持有者的配偶也可以全职工作。其他签

证持有者的配偶则必须申请工作许可。

6.  允许携带父母

在特定情况下，不管是 HSFP 签证持有者的父母，还是他们配偶的父母，都可以进入日

本。他们必须和 HSFP 的持有者住在一起，照顾小于 7 岁的孩子，孕妇，或患有疾病的

HSFP 签证持有者或其配偶。条件是 HSFP 的家庭年收入必须超过 8 百万。

7.  允许带一个国内家务助手

在特定情况下，HSFP 签证持有者可以资助一个国内的家务助手。助手必须每月至少得

到 20 万日元，并且 HSFP 的持有者每年必须至少有 1 千万日元的家庭收入。同时，该

助手在来日本之前，必须被 HSFP 持有者聘用至少一年以上。HSFP 持有者或其配偶有

孕或患有疾病，或者 HSFP 持有者有一个不足 13 岁的孩子。

来源：Green (2014, p.16)

 这些优点使得日本的 HSFP 签证显得尤为慷慨，特别是相比于其他国家高质

量人才的同类型签证。此外，HSFP 签证没有配额数量限定，也不需要申请人通过

劳动力市场测评来鉴定聘用外国人才是否会影响国内就业形势（Green, 2014）。

考虑到日本曾长期缺乏对外开放的意识，所有的这些变化都让人感到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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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FP 签证的落实过程也和日本移民局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相呼应。最起码

在针对大型企业招聘外籍高技能人才以及完成签证审批流程方面，移民局均投入

了较多的努力。例如，移民局力求缩短签证的签发周期至 10 天以内。尽管如此，

依旧有部分雇主认为，除去这些改变，日本的签证申请流程依旧较为“严格”且

令雇主和外籍人才“难以把控”。

 针对技术移民，HSFP 项目也有两个缺点。第一，HSFP 签证持有者如果更

换工作必须向他们的新雇主重新提交签证申请。然而持有日本其他种类工作签证

的外籍人才并不需要这么做——其他种类的签证允许持有人在所持签证所标明的

领域内自由换工作。第二，申请 HSFP 签证涉及很多文书工作。如果一个申请人

在某个特定行业内有 10 年的经验，那么该申请者需要从这十年内的所有雇主那

里开具相关就业证明（或者至少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十年的工作内容）（Green, 
2014）。

 总的来说，尽管 HSFP 签证拥有一定的缺陷，但该项目对希望留在日本工作

并生活的高技能型外籍人才来说，依旧是起到促进作用的方案。至于它对日本国

内人才短缺的状况是否有帮助本报告下一步继续讨论。

4.2.2.2   评估 HSFP 签证的实际效果

 尽管 HSFP 有诸多吸引人的特点，日本政府对其期望也很高，这个签证计划

并不成功。通过该方案吸引来的外籍高技能型人才的数量非常有限。

 在 2012 年推出这个计划之后，负责管理移民政策的主要日本政府机构——司

法部，曾预计会签署 2000 个 HSFP 签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目标只占 2013 年

132,571 名居住在日本的高技能外籍人才总量中很小的一部分（Kodama, 2015）。

但是，政府最终所达成的数字却远远低于其最初目标，仅签署了 430 个。在这个

新项目运作的头 20 个月内，政府仅签发了 900 个 HSPF 签证，换句话说也就是每

月签发 50 个。这一速度低于预期的三分之二。大多数 HSFP 签证都在技术活动和

研究领域，而商务管理类别则占不到 10%（Green, 2014; Osaki, 2013）。

 因此，日本大部分高技能移民必须用普通工作签证勉强对付。正如 4.2.2.1
的结尾强调的一样，不同的工作签证类别包括了不同类别的高技能型人才。在这

方面日本和德国类似；在德国，只有相对少数的高端外国人才能够立即获得居留

许可，HSFP 签证的情况则和德国基本一致。然而，德国为其外国工作者申请永

久居留身份提供了一个快捷申请渠道；甚至是那些持有欧盟蓝卡的外籍人才和在

德国大学毕业的留学生也能利用该渠道，等待五年即可拿到定居许可。而日本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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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FP 签证的人则要等 10 年。同时，与德国相比，在德国工作的那些享有居留许

可加速通道的人才只需要等待两年就可以获得永久居留身份；而日本的 HSFP 签

证在 2014 年改革后，依旧需要三年。

 在对于 HSFP 签证项目为数不多的分析与报道中，Sato 在 The Japan Times 里

表明，该项目的失败可归咎于多种因素。她认为，首先，这个项目的目标比较狭隘，

只专注于“已经拥有较高学术成就的”人才，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在收入、科学出

版物和工作经验等标准上积累足够高的分数。这为那些从日本大学毕业的留学生

造成了很高的申请障碍，即便他们能说流利或近乎流利的日语、精通日本文化且

有能力适应当地风俗（Osaki, 2013）。即使是在 2013 年将 HSFP 分数系统重新进

行修订以便更符合日本大学留学生的情况下，这些年轻人依旧难以在日本得到一

个高技能型的工作岗位，而这一问题也已经对进一步提高日本留学生总量造成了

一定的阻碍。

 Green（2014）也指出，HSFP 签证为打算长期留在日本的高素质移民提供了

最大的好处。大部分为使签证具有吸引力而设计的福利都是针对那些希望留下并

在日本建立根基的个人，同时非常倾向那些有配偶和孩子的移民。然而，单身人

士和没有孩子并只打算留在日本一两年的夫妻也是高素质外国人才的重要来源。

Green 认为，如果 HSFP 想要实现它最初的目标，增加日本高技能外籍人才的总量，

就需要为这些人提供更多的政策吸引力。

 Iwasaki（2014）为日本无法吸引众多高素质外国人才提供了另一个原因，即

大部分国内企业即便面临着劳动力短缺，也不太愿意雇用海外人才。她列举了一

个在 2013 年 1 月由日本机构针对日本企业劳动政策和培训所进行的调查。调研

结果显示，71.2% 的日本公司表示他们从没有在日本雇佣过外国工人。对于雇佣

过外国人的企业，接近一半的公司（41.7%）表示他们雇佣过“一个或者多个，

但不超过五个”外国人。最常见的原因是“不需要”聘用外国人才，约有 60.3%
的受访公司均这样认为。Iwasaki 推测，会有这种回答是因为这些企业的大多数或

全部的业务都在日本，或者它们早已建立了自己的销售渠道来进行海外交易，这

可能使他们难以想象利用外国人才的必要性。

 然而，其他的调查和证据反驳了这个关于日本公司在雇佣外国人方面的观点。

例如，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指出，根据 2014 年日

本招聘公司 Disco, Inc 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36%）的公司聘用过或计

划聘用在日的外国学生，这个数字是四年前的三倍（Du 2015）。这个文章接着列

举了想要聘用外国人，包括高素质人才，未果的雇主和猎头公司。他们失败的原

因可归咎于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些雇主对于人才的大量需求，以及由繁复的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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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所造成的海外人才在市场上的供应过低。文章补充道，即使是日本那些一直

愿意雇佣国内人才的大公司，也因为国际业务的扩展而必须要在雇佣倾向上做出

很大的调整。本田汽车公司在 2015 年宣布，到 2020 年，英语将成为企业的官方

语言，而像日立这样的公司也已经在他们的董事会中增加了外籍高管。

 如果后者观点正确，那么日本在吸引外籍人才上的失败就不能归咎于日本企

业对聘用外国人的排斥心态，而更多的是因为 HSFP 项目和日本的技术移民政策

均不能为这些公司吸引足够的外国人才。因此日本在吸引外籍高素质人才上似乎

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4.3  新加坡

4.3.1  政策制定背景

4.3.1.1  社会背景：长时间吸引移民、20 世纪 70 年代后不利的人口趋势、劳动力

             短缺

 新加坡是一个位于链接东南亚国家的海上贸易航线十字路口上的城市小岛

国。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一直与移民紧密相关。自 1819 年成为英国贸易殖民地后，

新加坡的人口迅速增长，从几百人增加到 1931 年的 50 万。二战前，几乎所有新

加坡的人口增长都来源于移民。大部分新加坡的移民都是来自中国、印度和马来

群岛的工人（Yeoh, 2007）。在这段时间，由于高死亡率，以及 19 世纪至 20 世

纪初出生婴儿性别比例不均，当地人口经常经历负增长。

 二战结束 25 年后，随着马来西亚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新加坡也于 1965
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新加坡的移民引进速度在这段时间开始放缓。由于新加

坡对流入国内的人口进行严格的控制，非该城市居民人口，即没有公民身份或者

不是永久居民，但是在新加坡拥有正式工作许可人口的比例到 1970 年降至 2.9%。

在 1970 年和 1980 年间新加坡出口导向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外来人口的重新引进，

移民引进速度再次加快，非居民人口的规模增加了一倍，标志着城市迈向发达国

家的第一阶段。为了应对制造业和建筑业对劳动力的激增需求，新加坡放松了之

前有关国外非技术工人的严格控制。这个时期到新加坡的许多新移民来自“非传

统”的移民来源国，例如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菲律宾和泰国等。这些新

移民是在新加坡和这些国家双边协议的推动下来到了新加坡（Yeoh, 2007）。

 1980 后，随着新加坡持续地引进大量的移民，越来越多高素质工人涌入城

市，成为移民劳动力的重要一部分。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之间，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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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特别是金融、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这个调整需要高学历和高技术的移民，而国内的人才无法满足对知识型工人需求

的增长。到 2000 年，外国劳动力已占新加坡劳动力的近 29%，使新加坡成为外

国劳动力比例最高的亚洲国家。在 1990 年至 2006 年间，新加坡非居民人口上升

170%，从 24.8 万提高到 67 万。其中，58 万是非技术工人，其余是技术人员。截

至 2009 年，外国人占新加坡劳动力的 35.2%。到 2012 年 12 月，高技术人才数量

为 17.06 万，占新加坡 134 万外国劳动力的 13.2%。另外 16.47 万人可以归类为“半

技术”工人，占新加坡外国劳动力的 12.3%。剩下的四分之三（98 万）为“无技术”

工人（Iwasaki, 2015; Yap, 2014; Yeoh, 2007）。

 新加坡与德国、日本一样，面临着不断恶化的人口萎缩问题。1976 年至 1977
年，城市的出生率低于 2.1 的世界平均出生率，目前维持在 1.24。根据新加坡国

立大学人口学院 Mui Teng Yap 和 Christopher Gee 的推测，如果此出生率保持不变，

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人数在 2020 年将会开始下降。更令人担忧的是，同时人

口将会快速变老，到 2050 年，新加坡的年龄中位数将会从目前的 39 岁上升到 55
岁。那时，新加坡的退休与在职人员比将从目前的 1:8 下降至 1:1.7（Yap and Gee, 
2015; Yap and Gee, 2012）。

 这种不利的人口发展趋势在短时间内没有逆转的迹象。为了应对逐渐下降的

出生率，新加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以营造一个适合儿童和家庭

居住的环境。这些政策包括“婴儿红利”、有孩子夫妇的税收补贴和帮助夫妇更

好地平衡工作和抚养子女的政策。另外，新加坡也积极地实施以“儿童——没有

他们生活将失去意义”为标语的媒体运动。虽然存在这些措施，新加坡的生育率

仍然非常低。Yap 和 Gee（2012）指出，根据他们的预测，即使新加坡的生育率

显著地提升至 1.85，或者提升三分之一，新加坡也只不过是在放缓未来几十年的

人口老龄化趋势。

 不利的人口发展趋势使得新加坡政府必须引进外国工人来解决本国劳动力短

缺的问题。新加坡人通常避开制造业、建筑业和所谓的“3D”工作——脏、危险、

降低身份的工作，因此在这些产业中新加坡需要依靠外国工人（Yap, 2014）。目前，

新加坡国内劳动力也开始无法满足金融、IT 以及其他知识密集型产业对高技能工

人需求。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这些产业的兴起导致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持续增长。

但是由于人口规模小和低出生率，国内人才的数量无法满足这个人力市场的需求

（Iwasaki, 2015）。再者由于许多年轻的国内人才决定到国外寻求就业机会，加剧

了国内人才短缺的局势。即使全球经济低迷，很多职位空缺仍然由于缺少合适员

工而得不到填补。2008 年 7 月 24 日《金融周刊》刊文中一项报道（Balay, 2008）
结果显示，五分之一的新加坡雇主表示担心当地雇员会离开新加坡到国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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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日本和德国相比，新加坡是一个受国外影响较大的国家，造成在移民的问

题上新加坡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案例。2000 年，非公民或非新加坡籍并没有永久

居住权的人口占该城市人口的接近五分之一（18.8%）。2010 年，非新加坡籍的

人口占新加坡人口（5,076,732）的比例已经上升到四分之一（25.7%）。2014 年

外国人所占比例为 40%，包括 160 万非公民和 53 万永久居民。实际上，永久居

民的数量在近些年的增长速度比新加坡公民数量增长的速度快得多（具体细节见

5.4.2.1.2）。2005 年至 2009 年间，永久居民人口每年增长 8.4%，而新加坡公民

数量每年仅增长 0.9%。这个趋势体现在技术工人和专业人员占非新加坡公民劳动

力比例的迅速上升，从 2006 年的 14.6% 上升到 2012 年的 22，24% 万人。如果将

永久居民纳入统计中，在新加坡工作的专业人员和半技术工人的总数达到 33.53
万人。正如上文所提到，截至 2012 年末，17.06 万专业人员和 16.47 万半技术工

人占该城市外国劳动力总数的 25.5%（Yeoh and Lin, 2012; Iwasaki, 2015）。

 新加坡人力部最新数据显示，技术、半技术工人以及低技术、无技术工人的

人数以及比例与 2012 年相比几乎没有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和日本一样，

对高技术人才没有一个“官方”的定义。新加坡与日本相似，规定人才库的规模

是根据获得准证的技术、半技术的劳动力人数所决定。反过来，评判是否授予准

证的标准则是职业资格以及薪资水平（这些准证的细节详见 4.3.2.1.2）。根据新

加坡人力部 2016 年发布的数据，截止 2015 年 12 月，18.79 万外国人获得技术专

业人员的就业许可证；同时，17.8 万人具有半技术工人的“S”准证。这 36.65 万

就业准证和“S”准证的持有者占新加坡外国劳动力的 26%。至于就业准证持有者，

人力资源部没有将其细分成如法律专家或者商业经理人、领导者等不同职业。因

此，尽管新加坡大力吸引研究人员，但是新加坡没有关于外国研究者数量的数据

（更多关于吸引研究者的措施详见 4.3.2.1.1）。

4.3.1.2   新加坡在吸引高端人才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新加坡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积极引入高素质的外来人才。新加坡实行

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推出“杰出企业家、专业人员计划”。该计划于 1988年开始实施，

通过授予永久居留证来鼓励高素质人才从香港迁移至新加坡。这项计划的范围后

来被进一步扩展至全球技术专业人员。新加坡同时也采取措施降低这些人获得永

久居民身份的门槛（Iwasaki, 2015）。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新加坡制定了大量旨在吸引外国高技术人才的新政策。

1991 年，新加坡经济发展部资助设立了国际人力资源项目。之后，1995 年新加

坡总理公署成立了外国人才单位。同时，政府也重新规划了劳工部的职责，并改

名为人力部。相对于原本的劳工部的职责只局限于低技术工人的行政管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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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力部负责管理包括高技能人才在内的所有外籍工人。1998 年，新加坡通过就

业准证制度建立了管理高素质高技能工人和专业人员流入的制度框架。同年，针

对发展和实施国家高素质专业人才吸引战略，政府设立了新加坡人才招聘委员会。

作为这个任务的一部分，新加坡人才招募计划负责将新加坡打造成一个高技术人

力资源的全球中心（Iwasaki, 2015; Hwang, 2004; Low, 2001）。

 新加坡人才招募计划最终目标也反映在 20 世纪 90 年代颁布的招聘精英人才

的主要法规中。例如，新加坡于 1999 年推出了 “人力资源 21：人才资本展望”

计划。这个战略呼吁通过积累发展一流的人力资源，加快新加坡“人才资本”的

发展。此计划提出四项机制来保证实施，其中之一为加速从海外招募这类人才

（Iwasaki, 2015）。“人力资源 21”也强调通过营造一流的环境来为这类人才拓

展和发展他们的潜能。这项计划的其它主要目标是培养创业精神、提高教育质量

与技术培训作为出口服务，后者目标与新加坡经济中新的研发方向相吻合（Low, 
2001）。

 在评价这个和其它 20 世纪 90 年代新加坡吸引外国高质量人才的措施时，前

总理吴作栋称吸引这类人才对新加坡的发展是“生死攸关的事”。他进一步强调，

新加坡要维持国际化，就必须打造一个适于当地人和外国人居住的整体环境，使

新加坡无论对外国人还是当地人都具有吸引力（Low, 2001）。

 因此，截止 2000 年，新加坡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落实了现阶段两个双管齐下

的主要方法来吸引外国高技术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Yap, 2015）。其一是创造总

体平台来吸引这类人才到新加坡；其二是实行就业准证制度，以便让这些人能够

更容易地获得工作许可证到新加坡工作和生活。下一节将详细地回顾和评估吸引

人才的双重政策机制。

4.3.2  现阶段人才吸引计划

4.3.2.1   新加坡吸引人才和就业准证制度的一体化平台

4.3.2.1.1   一体化人才吸引平台

 有关新加坡吸引高质量人才政策以及他们提供给日本经验的最新评述中，日

本研究院高级经济学家 Kaori Iwasaki（2015）5 强调了新加坡为吸引高素质人才所

5  该报告关于新加坡建立广泛人才吸引平台的尝试，精简和总结了 Iwasaki（2015）的调研。应该注意的是，

    Iwasaki 报告的目的是展示可能使日本寻外国人才吸引获益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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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的“综合”战略。这种方法针对的范围远远超越这类人群的就业准证体系（后

面章节将介绍）。2000 年后，新加坡也落实了包含外国商务、学生和科研人才的

互补制度和政策举措。

 这个方法的一个主要制度组成部分是“新加坡联络机构”，由人力部和经济

发展局共同管理。联络新加坡在全球有驻点，以方便向外国人和潜在的海归进行

宣传。其主要宣传对象包括学生、高技术专业人员和工人、企业家和投资家。各

驻点发布新加坡当地公司、以及外资企业的工作和商业机会信息。联络新加坡经

营一个包括国外和本地雇主的综合就业网站，同时为外国人、新加坡籍海外留学

生、投资人、企业主提供一站式信息服务。

 除了联络新加坡，政府在 2007 年成立了“工作假期”计划，旨在吸引高素

质外国学生到新加坡工作。此计划让年龄介于 18-25 岁的本科生和应届毕业生到

新加坡实习，并鼓励他们在完成实习后在新加坡正式工作。“工作假期”计划只

限于来自主要发达国家的学生，以及毕业于世界前 200 名大学的学生。此规定旨

在吸引受到良好教育、且具有良好资质的年轻人，以满足新加坡未来对技术专业

人员和工人的需求。

 正如上文所述，新加坡一直在齐心合力将其改造为一个高科技、知识密集

型的经济体。吸引世界级科技人才的努力是新加坡另一个综合人才吸引战略的

主要制度组成部分。2002 年，新加坡成立了科学技术研究局，其宗旨是成为新

加坡研发活动和工业之间的桥梁，以推动经济的创新。在发挥这些功能的同时，

新加坡科学技术研究局也具有招募顶级外国科学家的职责。其已经通过利用机

构领导人的个人关系、在国际会议中吸引科学家、与当地大学合作、利用社交

网站进行引才工作。研究局还为外国顶尖科学人才提供了其它福利，例如为其

参与研究局赞助项目提供丰富的科研经费并支持其家庭。除了这些活动，科学

技术研究局运行奖学金项目，旨在培养高端的科技人才。当地学生和外国学生

都能申请这个奖学金，受助人不仅可以在新加坡顶尖大学学习，也可以在外国

顶尖大学学习。

 这项政策的实施说明，新加坡致力于通过高等学府的国际化来促进经济的创

新。这些尝试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并在 2000 年后得到加强。2002 年，政府实

施了环球校园计划，旨在达成两个主要目标。第一，持续吸引外国大学在新加坡

成立分校。第二，吸引外国学生来新加坡，以达成 2015 年 15 万全自费学生的目

标。这个举动导致到新加坡大学的外国学生人数快速增多，在 2008 年达到峰值

18.8%，此后到现在的比例一直维持在 10% 以上（L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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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同时积极寻找外国研究者来填补其大学中的研究、教学、行政领导的

职位。例如南洋理工大学现任校长 Bertil Andersson 来自瑞典。此外，新加坡国立

大学李光耀法学院的教授有超出一半出生在外国。正如 Iwasaki 所强调，招募活

动已经为新加坡的引才产生积极的雪球效应。由于新加坡从国外招募的世界知名

科学家越来越多，这些科学家通过其个人的关系和社交活动吸引更多的类似人才。

前往新加坡的人才与日俱增促使很多年轻和有潜力的研究者和学生来到新加坡。

这种人才的流入有助于特别是在生物科技等领域产生大量的科学研究。由科学技

术研究局管理的“生物科技园”研究委员会史无前例地赞助了这些科学研究。

 最后，为了建立一个广泛的平台吸引和留住外来人才，新加坡利用自身的优

势打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这包括干净的环境、世界级的教育、医疗和交通设施、

良好的文化设施以及针对高收入群体的低税收政策等方面。近期的城市发展项目

旨在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文化蓬勃发展的“文艺复兴城市”或者“一个生活、工作、

休闲的好地方”，目的是为了吸引外国高素质人才。根据 2014 年国际管理发展

研究所《世界人才报告》，在各国公司吸引和发展人力资源的能力方面，新加坡

在 60 个国家当中排名 16。然而在吸引高技术和高收入的外国人方面，新加坡的

世界排名为第三，仅次于瑞士和美国。

4.3.2.1.2   就业准证体系

 尽管新加坡的经济严重依赖低技术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政府对这两个群体

采取分别管理的方式。政府给予在新加坡工作的低技术劳动力工作准证（WP），

而给予高技术工人和高端专业人才不同类型的就业准证。持有就业准证（EP）和

其他技术劳动力准证（S 和 Q 准证）的外国人与那些持有工作准证的工人相比，

可以享受更大的权利和优惠待遇。

 由于担心会影响社会稳定，新加坡政府主张避免让大量的低技术工人长期定

居在该城市里。因此，在新加坡持有工作准证的工人没有机会获得永久居民身份。

就如 Iwasaki 所强调，他们“在劳动力供给波动中起到缓冲的作用”，“在限定

时期被接纳”但是同时“受到政府当局的严格管理”。6 雇主在雇用工作准证持

有者时必须缴纳外国工人税以及安全基金；同时，政府通过就业配额对雇佣人数

进行限制。工作准证持有者不能把家人带到新加坡，在与新加坡永久居民或者公

民结婚时必须得到特别许可。这些工人还必须接受定期的身体检查，女性工作准

证持有者一旦被发现怀有身孕，无一例外将会被立即遣返回国（Yap, 2014）。

6  另请参阅 Yeoh（2007），Yeoh & Lin（2012）及 Yap（2014）关于工作准证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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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限制性规定在较小程度上也适用于 S 准证持有者（一个由中等技术工人

组成的群体）。尽管税率远低于工作准证持有者，聘请 S 准证工人的雇主也必须

缴纳外籍工人税。S 准证持有者也受到就业配额的限制。然而，只要达到一定的

收入标准，他们的配偶可以伴随他们到新加坡。与工作准证持有者不同的是，S
准证持有者具有申请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的资格，但是不能获得长期社会访问准

证（Yeoh and Lin, 2012; Iwasaki, 2015; Yap , 2014）。

 S 准证持有者的定位次于 Q 和 E 准证持有者，后面两种类型包含不同层次

的高素质人才。属于最后类型的工人需要持有受认可的证书以及一些工作经验。

EP 持有者都是高技术专业人员、经理人、高管以及专家。与 EP 持有者不同，

Q 准证工作者没有获得长期社会准证的资格。然而，所有这些准证持有人都允许

拥有永久居民身份，并可以为其配偶和家属获得准证，不受到特殊条件或特殊就

业配额的限制。雇用这类工人的公司也无需缴纳外国工人税（Iwasaki, 2015; Yap, 
2014）。

 作为永久居民，EP 准证、Q 准证以及 S 准证持有者可以申请成为新加坡公

民。永久居民申请公身份的门槛较高，必须在申请前在新加坡至少居住 2 至 6 年

的时间、有“良好品格”以及良好的财务状况。因此，申请公民的条件较有利于

EP 持有者。但是，很多新加坡外国永久居民最终正式成为新加坡公民。例如，在

2005 年，1.3 万永久居民成为新加坡公民（Yeoh, 2007）。

 由于各国吸引人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新加坡政府于 2007 年提出新型 EP 准

证——个人就业准证。只有收入高的顶尖专业人员、经理人、高管和专家才能申

请个人就业准证。EP 准证与某位雇主绑定，当 EP 持有者失去工作，他们必须马

上离开新加坡。换工作的持证者必须从新雇主那里得到新的 EP 准证。然而，个

人就业准证与个人持有者绑定。这意味着个人即使换了工作，其个人就业准证依

然有效。即使是辞职了仍然能够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在新加坡待上六个月（Iwasaki, 
2015; Yap,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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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列举了技术人员不同类型的准证以及其合格标准和福利。

表 2   新加坡半技术和高技术移民的准证

准证类型、合格标准以及福利

准证类型 标准和限制 薪资范围 家属准证
长期社会

访问准证

1.  EP 准证

个人 EP 顶级专业人员、经理人、高管及专家 基本工资 >$7000 适用 适用

b. EP 专业人员、经理人、高管及专家 基本工资 >$3500 适用 适用

2.  Q 准证

Q1 准证 持有被承认的资格证书和几年工作经验 基本工资 >$2500 适用 不适用

3.  S 准证

S 准证 中等技术劳动力 基本工资≥ $1800
基本工资

≥ $2500 适用
不适用

来源 : 人力资源部网址：www.mom.gov.sg from Yap (2014: 230); 稍作调整 . 工资数额为月薪 .

 就如前面 4.3.1.1 节中所提到，截止 2015 年 12 月，共有 18.79 万持有 EP 准

证的高技术外国专业人员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新加坡人力部有关 EP 准证持有

者的数据中没有包含个人就业准证持有者的具体数据。然而，由于个人就业准证

的申请门槛较高，个人就业准证持有者的数量很小。

 对于雇主和招聘企业来说，为高技术的外国移民申请就业准证相对简单快捷。

根据新加坡政府人力部（2016）显示，公司和机构可以在网上为合格的专业人员

申请 EP 准证。网上申请过程一般需要 7 个工作日，有些情况需要更长的时间，

但手动申请可能需要 5 周时间。因此，想在新加坡工作并已经找到工作机会的高

素质专业人员在获得 EP 签证时遇到的繁琐程序较少。如果个人需要申请不与任

何雇主绑定的个人就业准证，可以自己上网填写申请表。

 新加坡政府也签发另外两种类型的准证，为有意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的外

国人提供优待。其中之一就是 2004 年推出的创业准证，主要针对高端产品和服

务的公司创业者。创业者必须通过严格审查。审查内容包括是否拥有政府批准

的风险投资公司投资或入股、拥有知识产权、与科学技术研究局或本地大学合

作和得到政府资助人才培养场所的支持等条件以获得签证。（Iwasaki, 2015）
2004 年，新加坡政府发起全球投资者和金融投资者计划。通过这些计划，向新

加坡公司投入大量资金的个人可以立即有资格申请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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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2012）。即使是工作准证和个人工作准证持有者通常都需要等待一些

时间才能成为永久居民，因此对于那些能承担费用的人来说，申请创业准证是

一个较好的选择。

4.3.2.2   评估新加坡吸引人才的成就

 新加坡积极吸引外国人才的过程并非完全顺利。特别是在 2000 年至 2010 年

之间大量外国人的涌入，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最后抵制对象范围

扩大至针对高学历、高技能的非新加坡国籍人才。为应对居民强烈的反对，政府

在一定程度上收紧了移民政策，导致前往新加坡的高素质人才人数下降。

 2007 年的一项大范围调查显示很多新加坡本地人对给予移民的优厚待遇不

满。该调查表明，有近十分之九的受访者表示担心这些吸引外来人才的政策将导

致本地人丧失工作机会。很多当地居民也表示对政府处理这一问题的做法不满。

大约 43% 受访者认为政府对外籍工人的关心大于对自己的人民，并且怀疑开放的

政策是否真的会创造新的工作和机会（The Straits Times, 2007)。人们也普遍质疑

向外国科学研究提供大量补贴，担心其回报小于投入的成本（Iwasaki, 2014）。

 民众的负面情绪导致政府的开放移民政策成为 2011 年大选的主要议题。人

们普遍对政策不满，加上担心政府变得过于依赖外国人才，因此政府适度收紧了

引进高技术人才的移民政策，提高了 EP 准证、Q 准证和 S 准证持有者的收入门槛，

并制定更严格的家庭成员入境条件（Iwasaki, 2015）。2014 年 8 月之后，申请就

业准证的的公司必须在由劳动力发展局运营的工作就业网站上向新加坡本地人进

行至少 14 天的空缺职位通告。高素质人才流向新加坡的速度在 2011 年达到高峰，

但是在实施这些举措之后放缓（Daily Telegrap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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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案例定性比较、调研设计原理及方法

 上述有关德国、日本、新加坡吸引人才政策的回顾揭示了这些案例国家在吸

引高质量外国人才时所展现出的不同之处，在某些方面，甚至在基本的引才方法

上也会有所差异。这些特征使得这三个国家之间的人才政策更加具有可比性，报

告所做的小规模调研也因此更能有效的展示各国引才政策的实际效力。这一部分

首先将根据报告的第四部分，针对所讨论过的案例进行回顾并比较它们在这两个

领域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之后，本章节会罗列出报告相关调研的设计原理及方

法学。

 基于上文的讨论，针对引才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报告从“非常成功”到“成

效有限”设置了一个简单的评分体系，而在该体系中，这三个国家案例可以分别

代表其中的一个区块。新加坡和日本在吸引高质量人才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可以被

分别放在评分体系的两端。新加坡的引才效果基本可被视为 “非常成功”，而日

本则可能处于“成效有限”这一端。然而新加坡的人才开放政策因其造成的过于

密集的职业竞争而饱受争议。

 在新加坡的案例中，全国的外籍人员（涵盖非新加坡国际的永久居民）在

2010 年以达到全国人口的 40%。而在 2009 年，在新加坡所有的劳动力中，超过

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外国人；其中，高技术型专家占 10% 以上。在 2012 年，这

些高技术型专家和普通技术型人才共占有新加坡总体移民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尽

管日本 2014 年所拥有的高技术型移民人才比新加坡所拥有的要高（日本拥有 20.8
万，而新加坡仅有 17.6 万）且占有日本全国海外劳动力（78.8 万）的四分之一。

但是，在进行此类对比时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在上文讨论日本的人才分类时，

报告也曾表明在日本的 20.8 万“高技术型人才”中包含了部分在新加坡可能会被

划分为“普通技术型人才”的劳动力。其次，日本的 78.8 万外国总劳动力只计算

了拥有有效签证的人员，并未包括非法雇用的外籍劳动力，然而这些劳动力则可

能是低技术型人才。同时，鉴于日本和新加坡的经济规模差距较大，对海外高技

术人才的需求自然也会不同。结合这些宏观经济因素，日本若想达到新加坡的引

才水平，则理应在技术移民的数量上，展现出更大的差异。从技术移民占人口总

数比例上考虑，日本的比例远远低于新加坡的。同时，在所有发达国家经济体中，

外籍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平均比例已达到 5%，而在日本相应的比例却只有 0.3%，

处于发达经济体中的末位（Ganelli and Miake, 2015）。

 德国在评分体系中处于中间位置。跟日本相比，德国总体上具有更多外籍人

口。2014 年已达到 1100 万移民，是日本的五倍。德国五分之一的人口拥有移民

背景。同时，德国的 400 万外籍劳动力也超过日本五倍。在这 4 百万的外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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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中，大约五分之一的劳动力是由技术型人才组成（这一部分技术型人才中，并

非所有都是高技术专家）。德国的技术移民总数大约在 80 万至 90 万之间（请参

考章节 4.1.5），这一数据大约比日本高了四倍。尽管德国只有日本四分之三的人

口，而其经济规模也略低于同为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日本。同时与欧盟其他成员国

的外籍劳工数量相比，德国也成绩斐然。2014 年 1 月 1 日，住在欧盟国家的非本

国国民数量为 3390 万，这包括来自欧盟其他国家以及非欧盟国家的人口，其中

德国的非本国国民数量最大（Eurostat, 2015a; Eurostat, 2015b）。

 对比来看，德国在吸引外籍技术人才方面稍落后于新加坡。两个国家这类

人口占外国劳动力总数的比例非常相似：新加坡为 25%，与德国的比例非常接

近。7 然而，与日本类似，新加坡的高技术型移民所占总移民人口的比例要远远

高于德国的比例。截至 2015 年 12 月，尽管德国的“技术型劳动力”总数超过新

加坡持有就业准证或 S 准证的移民总数二到三倍（德国为 80 至 90 万，新加坡为

36.65 万，参见章节 4.3.1.1），德国的人口总数却是新加坡人口总数的 15-16 倍（德

国总人口为 8100 万，而新加坡 540 万）。

 这三个国家的差异主要存在于其引才机制的基本方法和行政结构方面。在引

才的基本方法上，德国和新加坡几乎相同。在这三个案例中，日本的引才方式差

异与其它两国最大。但是，这三个国家在具体实施引才政策的执行制度方面，却

各自拥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德国和新加坡批准高质量人才的基本方法是就业驱动，也就是通过测试公司

的业务要求以及移民获得工作岗位的能力来判断是否符合移民标准。在德国，大

多数此类移民必须通过劳动力市场测评。而在新加坡，S、Q、就业以及个人就业

准证的持有者却不受限于政府分配给外籍劳动力的就业配额。即使在 2014 年新

加坡针对雇用外籍人员的法规发生变化后，当地雇主向外籍人员提供职位前也仅

仅需要在当地进行两周的岗位招聘宣传。这说明，德国在这一方面，正在逐步向

新加坡靠拢。除了最高端的人才，毕业于德国大学的外国人首次就业时也可以免

除劳动力市场测评（Mayer, 2013）。此外，越来越多种类的技术移民在申请居留

许可时都可以享受快捷办理通道，这一部分的劳动力不仅包括了拥有德国大学学

历的外国人，还包括持有欧盟蓝卡（EU Blue Card）的劳动力。尽管没有足够的

数据来显示目前德国拥有多少持有居留许可的人口（包含持有居留许可且正在申

请转为定居许可的移民）。但是，鉴于德国对技术型劳动力的移民法案近期做出

了调整，未来的人口总数应会持续增加。

7  应该指出的是，德国的“技术型”外国劳工延伸至新加坡定义的“半技术型”劳工，包括职业培训劳工，

   请参考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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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日本吸引高技术移民的基本方法在这三个案例中脱颖而出。与德国、

新加坡不同，日本的移民体系结合了积分制度以及市场导向制度的不同特点。后

者主要用于评估不同类别的外国高级技术专家（HSFP）签证持有者是否符合相应

的要求。收入水平以及专业领域也是申请德国定居许可的标准之一，而这两项在

新加坡则是评估是否符合拥有就业准证的重要标准。

 德国、日本以及新加坡在海外人才吸引的行政体系上差异巨大。德国政府的

联邦性质导致在实施政策时，行政管理高度分散。鉴于欧盟是一个包含了 27 个

独立国家的区域组织，德国行政分散这一特点也在欧盟蓝卡计划中得到充分体现。

不同于德国，日本的政府结构高度集中，并且在移民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司法部

的权力也相对集中。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小国，国家规模较小也导致政府的执行

效率较高、政府部门分支较少。然而，作为帮助新加坡吸引人才的主要政府机构，

人力资源部和 A*STAR 等组织均为技术移民发挥了主要作用。同时，这些部门虽

然同时运转，但在新加坡的整个引才平台中能够有效地进行合作。关于德国、日

本以及新加坡在引才手段和行政结构的对比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德国（欧洲）、日本和新加坡在引进技术移民时所使用的方法和国家行政结构

国家 引进技术移民的方法 用于吸引外籍人才的行政结构

德国（包

括欧洲蓝

卡计划）

市场导向制，居留许可持有者需要通过当

地的劳动力市场测评；

定居许可持有者以及在德国大学毕业的外

国学生可获得此项测评的豁免权。

在德国以及整个欧盟蓝卡计划

中，行政结构均显得高度分散化。

日本 市场导向制和积分制度相结合所形成的混

合模式（外国高级技术专家签证）

高度集中（司法部集中制定政策

并进行相应的管理）。

新加坡 市场导向制，普通技术人才以及高技术型

人才均不用进行劳动力市场测评；收入水

平及其他相应资格将决定申请人可以持有

何种工作准证。

一体化的技术移民引进平台（人

力资源部和其他相关机构共同合

作吸引高质量人才）。

 对三个案例中的技术移民权利、待遇以及他们在与移民局沟通时所面临的行

政障碍进行评估时，研究认为并没有哪个群体表现突出。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的

优点和缺点。

 例如，日本在为高技术型人才提供配套服务方面显得尤为出色，它的外国高

级技术专家签证可以为持有人的配偶和家庭成员提供诸多权利和相关待遇。与新

加坡的就业准证持有人和拥有德国居留许可的外籍人才相比，日本外国外籍技术

专家签证持有者能够享受更多的权利及相关待遇。同时，持有日本外国高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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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签证的人才也能够像新加坡的就业准证持有人一样免除劳动力市场测评，更

不受限于年度的工作签证配额。日本的外国高技术专家签证以及新加坡的就业准

证均需要与固定工作绑定。然而，日本外国高级技术专家签证申请者所面临的申

请困境比新加坡就业准证申请要多。与日本和新加坡相比，申请德国居留许可的

外籍人才则需要经历更为复杂的申请流程，申请人也需要通过相应的劳动力市场

测试。但是，获得德国的定居许可比获得日本的外国高级技术专家签证以及新加

坡的个人就业准证要容易得多。持有德国的定居许可的外籍人才，其配偶和家庭

成员可享受的待遇及权利与日本外国高级技术专家类似，但与持有新加坡个人就

业准证的外籍人才有所不同。由于近期对高级技术移民的规定（特别是与欧洲蓝

卡计划相关的规定）进行了调整，那些首次进入德国但是没有定居许可的人群，

可以通过相对较短的时间获得定居许可。即使是那些没有在德国居住过，没有通

过德国高技术人才门槛的人群，也可以申请此类签证。此外，尽管三个国家都在

努力尝试让更多在当地大学毕业的留学生融入本地劳动力市场中，但是由于德国

针对在德国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开放了快捷通道，让他们能够在两年后可以获得定

居许可，因此相较于日本和新加坡，德国在这一方面比较突出。最后，创业移民

在德国所需要面对的程序比在新加坡申请创业准证要少。

 尽管德国、日本和新加坡在吸引技术移民上所获得的成果有所差异，但结

合从外籍人才所需要面对的优势与劣势综合来看，并没有哪一个国家表现的特别

突出。但是，这三者在吸引外国人才的总体方法以及其技术移民的行政结构上确

实各不相同。但是这些不同点并不能够直接反应出引才成果的差异，至少基于现

有的学术研究上，关于市场导向制与积分制的引才成果仍存在争议。特别是由 
Czaika 和 Parsons（2015）最近所做出的研究成果表明（见本文章节 2.2 节），在

吸引高技术移民方面，积分制度显得更为有效。然而，本调研显示新加坡和德国

在吸引外籍人才发面更为成功，而日本是案例国家中唯一使用积分制的国家，虽

然其中也包含了雇主 / 市场导向制的因素。



中国吸引国际技术人才的政策与实践比较研究报告

56

VI.   调研结果

6.1  调查背景和方法

 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这三个案例中，所研究的国家在成功地吸引高素质

人才的程度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并进一步评估他们吸引人才的方法，本研究对 29
位高技能移民的生活和工作进行了调查，其中德国（10 例）、日本（8 例）、新

加坡（11 例），部分受访者还同意通过书面形式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在本次小规

模的调查中，我们向受访者询问了德国、日本和新加坡在人才引进计划中采用的

行政机制、规则以及奖励措施。本次研究特别关注了这些措施背后的理论和目标

与其实际结果是否存在差异及该差异的程度。最终的目的是确定中国可以从这三

个国家的政策和方法中具体学到些什么。为此，本项研究还对在中国工作的十名

专业外籍人士进行了调查。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德国、日本和新加坡的代表与在这些国家的潜

在受访者取得了联系。这些代表依靠他们的个人网络以及这些网络中的成员使得

在这些国家生活和工作的高素质人才参与到本项研究中。由于在德国、日本和新

加坡的 CCG 代表本身是中国公民，在他们当地的海外个人网络中的外国人也以

其他中国公民为主。因此，有效的调查反馈主要来源于中国公民，也包括一些在

这些国家生活和工作的其他外国公民。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项研究中，由于中国公民代表的比重很大，因此，在

样本组中存在着较大的倾向性。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公民的普遍参与，有利于

更好地评估这几个国家吸引外来人才的政策对中国的适用性。在德国的案例中，

被调查的中国公民表示他们面对的社会和工作环境与中国显著不同，使他们感

受到“文化冲击”，并不得不做出重大的个人调整。在这方面，他们在德国的

经历可以作为那些中国目前正在寻求吸引的高素质西方人才在中国生活和工作

时可能面临情况的有用参照。在中国采取旨在减轻外国人才搬迁到中国所面临

的过渡问题的举措时，受访者中中国公民的反馈可以为政府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德国目前是欧盟第四大华人社团所在国（17 万人），与西班牙并列，居于意大利、

法国和英国之后。然而，不同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是，两国的中国移民速度明

显放缓，而中国移居德国的人口数量近年来却一直在迅速增长（Latham and Wu, 
2013, p. 27，表 4）。

 新加坡位于则这一范畴的另一端。根据 2010 年新加坡人口普查结果（Yeoh 
and Lin, 2010，表 2），华裔在所有 380 万永久居民以及新加坡公民中占到了 280
万人。因此，在新加坡生活和工作的中国公民是非常好的海外华人人才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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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持有中国护照，并对移居中国感兴趣的华人。除了中国大陆的海归和海外的

西方人才，外籍华人也是高素质外国人才的另一大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可以努力

吸引此类技术移民来到中国。

 日本介于新加坡和德国之间。尽管日本和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但日本有其

独特的神道教宗教和哲学信仰体系。此外，日本没有大量的华裔存在，这也使得

其人口和劳动力中外国人占比极小。因此，虽然中日之间存在某些文化联系（当

然比德国要多），但密切程度肯定不如中国和以华裔为主要族裔的新加坡。

 如上所述，本研究还包括了在中国的受访者。十名受访者包括持有外国护照

的华人以及来自其他国家、民族的移民。在中国的调查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在广

州外国专家局研究论坛上进行。同时，CCG 还举办了一个面向外国受访者的开放

论坛。在这些活动中得到的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技术移民的综合反馈，为中国政

府正在进行的吸引高端人力资源的努力提供了一个更直观、更接地气的评估。

 受访者被问及了关于其所在国在人才招聘方面做出的努力等诸多问题，无论

是在中国、德国、日本或新加坡。这些调查问题被分为三个不同部分：

1. 调查的第一部分要求受访者评估他们到达目的国后的政策以及他们在这

些国家的生活经历。调查要求他们进行多维度的评估，从处理移民文件

工作的效率到居留、基础设施以及社会或文化的包容性等。

2. 第二部分要求受访者指出他们现在居住的国家在吸引人才的计划方面存

在的问题。

3. 在调查的最后一部分，受访者指出了他们现在居住的国家在引进技术移

民的整体系统方面还有哪些有待改进的问题。

 调查还请受访者在任何相关问题上进一步发表自己的见解。

 本次研究的规模较小意味着在本报告中我们的研究结果不能完全代表生活和

工作在这四个国家中的大部分技术移民。然而，一小部分的受访者在开放式的调

查问题中提供了详细的信息。这也为受访者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回应提供了充分

的自由度。没有限定选择预先确定好的答案，这也有助于对他们经历的政策和生

活条件等进行更全面、更准确的评估。

 本研究旨在初步了解外国人如何看待移民到目的国家的有关渠道以及移民后

他们的相关经历。在中国招募高端人才问题上如何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正规制度和

渠道方面，我们的结论和意见将提供一些初步建议，而不是固定或确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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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受访对象的组成结构

 参与本次调研的是 39 位分别在德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工作的高技术移民。

首先，调研希望他们提供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国籍，专业职业等基本信息。

有关调查的前三项，除了有些明显的例外，四国受访者的基本信息表现出了极大

的相似性。首先从相似之处来看。德国、日本和新加坡的受访者大多都是中国公民。

中国的十位受访者中有四位是持境外护照的华裔，其中两位来自美国，其他六位

受访者分别来自西班牙、英国、俄罗斯、哥伦比亚、加拿大和日本。在中国之外

的三个国家中，只有德国受访者中有人来自其他西方国家。新加坡的 11 位受访者

中有七位来自中国大陆、一位香港 / 台湾，其余三位来自其它亚洲国家。来自日本

的八位受访者中，有六位原籍中国大陆、一位原籍香港 / 台湾，另外一位原籍其它

亚洲国家。此次调研中，除了中国，其他三国的调研对象都严重偏向于中国公民。

 在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方面，除了有一国例外，四国中三个国家的受访者

情况都基本相似。性别方面，新加坡、日本和中国的受访者绝大多数都是男性，

而德国略显例外，十位中有六位女性受访者。年龄方面，中国略有不同，受访者

介于 20 至 50 岁；而德国的受访者中年轻人居多，十位中有四位介于 20 至 29 岁；

日本和新加坡受访者多数介于 30 至 39 岁。最后，绝大多数日本、新加坡和中国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已婚，而且几乎所有的已婚受访者都育有子女。除了在性别和

年龄方面表现出例外，德国受访者在婚姻状况也是例外，十位受访者中有六位仍

然未婚，而两位已婚但没有子女。四国调研对象的基本信息总结如下表 4：

表 4   调研对象基本信息

新加坡 德国 日本 中国

性别
女性 1 6 2 1

男性 10 4 6 9

年龄

20-29 岁 0 4 1 0

30-39 岁 6 6 6 4

40-49 岁 3 0 1 0

50 岁以上 2 0 0 6

婚姻状况

未婚 / 离异 1 6 3 1

已婚但无子女 3 2 0 1

已婚并育有子女 7 2 5 7

当前国籍

中国大陆 7 8 6 0

香港 / 台湾 1 0 1 0

西方 / 拉美国家 0 2 0 9

其它亚洲国家 3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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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个别特殊情况，本次调研受访者呈现出的年龄、性别和婚姻家庭状况总

体反映了整个高技术移民群体的特征。就年龄而言，Gagnon(2014) 最近的一项研

究显示在欧盟 27 国、其他经合组织国和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高技术移民都倾

向于年轻化，且都是经济活跃的人群。对国外就职的高技术人员婚姻状况的现存

研究并不多。但是，美国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多数在美国生活的受过良

好教育并拥有技术的印度人中有 74.87% 是已婚状态（Ushakov, 2015）。

 最后，尽管现在全球移民中有一半是女性，但是技术移民的男女分布仍然更

倾向于男性。高技术女性移民在信息技术和高技术移民劳动力中只是少数。虽然

她们的角色至关重要且数量也在不断攀升，但是女性移民还是不成比例地大多从

事护理职业，尤其是护士，有一小部分是医生。正如近期女权主义奖学金在移民

问题上强调，这一现象反映出女性技术移民所面对的特殊障碍导致了全球移民趋

势的性别化问题。举例来说，劳动力市场中男女薪酬差距的问题挥之不去，使得

计点积分的移民制度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对女性的歧视。同时，绝大多数护理职位

都让女性来承担，这也增加了她们在移居到一个新的国家时，参加专业外语培训

课程的难度（Focus Migration, 2009）。

 与调研对象基本信息的情况不同，四国受访者的职业类别非常多样。德国和

中国受访者的职业跨度最大，分别平均分布于六大类不同职业中。与之不同的是，

日本八位受访者中有五位是信息技术工程师，其他三位分别是教授 / 学者 / 研究

员（两位）和首席执行官 / 领导者（一位）。新加坡与日本类似，职业分布集中

于两大类职业领域，接近一半（五位）受访者属于管理 / 主管类别，四位受访者

选择教授 / 学者 / 研究员类别。这与新加坡重点吸引高层次的专业管理人才和世

界级学者的政策相符合。各国受访者职业分布总结如下表 5：

表 5  调研对象职业分布

新加坡 德国 日本 中国

首席执行官 / 领导者 0 0 1 2

经理 / 主管 5 4 0 0

企业主 / 企业家 1 1 0 1

教授 / 学者 / 研究员 4 1 2 3

自由职业者 0 2 0 1

工程师 1 1 5 2

律师 0 1 0 0

其他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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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国受访者总体呈现了广泛的职业分布。属于教授 / 学者 / 研究员领域的各

国受访者分布也比较平均。只有德国是例外，只有一位受访者属于此职业领域。

 最后，在中国的受访者中，有一位获得了最新开始实行的绿卡。这位受访者

是华裔美国公民，拥有康奈尔大学的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是“千人计划”引进的

高端人才。他表示从提交申请到获得绿卡用了两个月时间。

6.3   受访对象对高端人才引进政策的评估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调研通过要求受访者回答三个问题来评价德国、日本、

新加坡和中国为吸引高端海外人才的举措。其中一个问题要求受访者用四个等级

来评价有关高技术移民的条例和整个移民体制。其余两个问题要求受访者列举出

各国移民政策和程序中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建议。

 在评价移民条例和体制时，问卷要求受访者对具体的移民条例和生活体验标

准按照“很好”、“好”、“一般”、“不好”来评级。选择“很好”的，得四分；

“好”，三分；“一般”，两分；“不好”，一分。我们计算出受访者给出的评

价总分，再除以受访人数，最终得出每一项政策与移民后生活体验标准的平均分。

调查结果显示如表 6：

表 6  外籍人才移民程序与生活体验评价得分 *

新加坡 德国 日本 中国

处理移民手续的效率 3.46 2.00 3.00 2.00

居留 2.91 2.80 2.50 2.63

工作环境 3.27 3.20 2.63 2.75

医疗健康状况 3.18 2.80 3.13 2.38

为配偶子女提供服务 3.27 2.90 2.88 2.50

基础设施 3.55 3.40 3.14 2.88

社会文化包容度 3.36 2.40 2.63 2.50

金融与税收政策 3.36 2.20 2.71 2.57

知识产权服务与保护 3.46 3.20 2.88 1.29

* 评价标准：4 分 - 很好；3 分 - 好；2 分 - 一般；1 分 -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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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评价的第一项标准是关于移民手续的问题。可以看出，新加坡很轻松地

以 3.46 的最高平均分位居首位。这可能是因为新加坡的移民体系更加友好和人性

化，其结果与我们对新加坡进行案例分析时得出的结论一致。同样地，德国在这

方面的低分也正证实了前文里对德国相关政策的分析。中国与德国一样表现欠佳

也表明，中国的相关政策可以向这三个国家政策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第二项评价标准属于移民居留程序问题，从大方面看是移居国外的一个关键

因素，即住房问题。四国的得分相当，从新加坡的 2.91 分到日本的 2.50 分。日

本排名较低反映了日本目前相当高的房价，如东京和大阪这样的中心城市。根据

国际房价负担能力人口调查显示，东京的房价已经高到“严重无法负担”的地步。

但是人口统计中也反映出了新加坡的住房负担问题，以及在中国的外国移民大多

集中在全国房价最高的一线城市（Demographia, 2016）。另一个可能导致日本得

分偏低的原因是，大量的受访者并没有持有 HSFP 签证来而日本工作，使他们无

法获得长期的居留许可等便利（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验证这一假设）。

 在住房成本上，德国是个例外。欧盟统计局 2015年 11月的数据显示（Eurostat, 
2015），仅有 15.9% 的德国人口将超过 40% 的收入用于支付住房费用，是全部欧

盟成员国当中比例最低的国家。德国在居留方面的得分不高，或许是因为几乎所

有的德国受访者仅持有居留许可而没有获得永久居留权。

 基于小样本的调查结果，表 6.2.1 显示出四个国家人才政策方面的其他信息。

首先，新加坡在吸引高端海外人才上表现突出，在表中所列全部七项生活体验标

准中得分最高。其次，尽管这四个国家在每个标准上的得分都不尽相同，但受访

者都认为这四个国家的人才政策都高于“一般”水平。知识产权服务与保护这一

标准上，中国仅得分 1.29，位居榜尾，这意味着受访者认为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

政策“不好”。表格所示结果意味着，尽管与新加坡、德国、日本相比，中国的

人才政策起步晚且经验不足，但是中国的这些政策也正迎头赶上国际人才竞争的

步伐。然而，表中结果也同样显示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需要更进一步的

改革，而这甚至是当前人才竞争领域内最为紧要的改革。

 另一方面，德国受访者对其吸引高技术移民方面的评价整体比较中等。虽然

在工作环境、基础设施、知识产权中得分较高，为配偶子女提供服务一项得分稍

高，但是在医疗健康、金融和税收政策、社会文化包容度方面均落后于新加坡和

日本。因为德国受访者中中国公民占比最大，而中德两国在文化和社会规范方面

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些都可能是德国在社会文化包容度评价得分最低的原因之一。

中德文化和社会规范间的差异比起中日之间的差异来说要严重许多。有趣的是，

德国在金融和税收政策一项中的得分更低。这可能是因为在德国，未婚和未育有



中国吸引国际技术人才的政策与实践比较研究报告

62

子女夫妇所纳的税费在全球税收排名中名列前茅，仅次于比利时。多亏有了儿

童税收抵免政策，育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夫妇，才可以获得更高的税后收

益（Carter，2014）。加之十位德国受访者中，有八位未婚 / 离异（六位）和已

婚未育（两位）。

 从表 6.2.1 可以看出，在居住、工作环境和为配偶子女提供服务三项中，日

本的得分都低于德国。与其他几项相比，这几项均关系到高技术移民持有的是

HSFP 签证还是普通工作签证。前者的相关政策有提供居住和家属服务方面的诸

多优势； 同时，因为其持有者为顶尖人才，他们应该享受更好的工作环境。

 在日本的受访者中，研究员根据受访者在开放问卷中对计点积分制度的反馈，

推断有三位信息技术工程师持有这种 HSFP 签证。于是，我们对这三位受访者的

调查问卷进行单独分析，调查他们是否在以上几项评价标准中给予日本更高的分

数。结果发现，此类签证的持有者确实在居留一项中给出了更高的分数 3.0 分（日

本在本项的整体得分为 2.5 分）。但是在工作环境和为配偶子女提供服务方面，

他们给出的分数分别是 2.67 分和 3.0 分，仅比整体得分高出一点。出乎预料的是

为配偶子女提供服务方面的打分不高，毕竟持有 HSFP 签证者会在此方面有更大

受益。其中一个解释或许是因为作为高端人才，他们本身对自己享有的权利和特

权会抱有更高的期望，而难于满足期望的落差导致了其评分不高。

 中国在表 6.2.1 的后七项评价标准中得分相对较低，而这几项均关系到技术

人才移民后的生活体验。中国在其中五项落后于德国、日本和新加坡，只有在社

会文化包容度和金融税收政策两项中排名第三，高于德国、但低于日本和新加坡。

在社会文化包容度方面，中国的 2.5 分仅高于德国，虽然十位受访者中有四位是

持境外护照的华裔（下文会再谈及这一点）。在金融税收方面，中国和德国的得

分存在差距，但是差距不大。

 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与德国相似，中国也存在高水平的税收，经济学

家认为这是制约其向消费型经济“再平衡”的因素之一（Zhu, 2016）。第二，

2011 年的中国社会保障法规定外籍人士应该参与并支付当地养老金保险，而实际

上，几乎没有人会在中国待如此长的时间，因此不会从计划中受益。根据最近一

则有关持有 TEFL 证书的英语教师在中国大陆工作的网上帖子，这一法规在全国

范围内的落实参差不齐。根据帖子，当外籍人士离开中国时，他们在这一保险中

的投入将很难或者不可能索要回来（teflSearch, 2015）。中国在医疗健康方面的得

分也很低，映射了诸多问题如近期出现的公众丑闻，包括假疫苗等事件（O'Connor, 
2016）。最后，由于法律和监管保障措施仍然不足，中国在知识产权服务与保护

方面得到了最低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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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单独分析了四国受访者中科研人员对表 7 的九项评价标准的评分，评

分结果如下表 7：

表 7  外籍人才移民程序与生活体验评价得分 * ( 仅科研人员 )

新加坡 德国 日本 中国

处理移民手续的效率 3.50 3.00 4.00 2.50

居留 2.75 3.00 2.00 3.00

工作环境 3.25 4.00 2.00 3.00

医疗健康状况 3.25 3.00 3.00 3.00

为配偶 / 子女提供服务 2.75 3.00 3.00 2.50

基础设施 3.75 4.00 2.75 2.00

社会 / 文化包容度 3.25 2.00 2.00 2.00

金融与税收政策 3.25 3.00 2.00 2.00

知识产权服务与保护 3.50 3.00 2.50 1.33

* 评价标准：4 分 - 很好；3 分 - 好；2 分 - 一般；1 分 - 不好

 对比表 6 和表 7 可以看出，从事科研工作的受访者与全体受访者给出的评分

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在德国、日本和中国的调研中表现明显。新加坡科研人员

的评分结果在所有九项标准里有五项与全体受访者给出的评分一致；另外四项中，

有一项科研人员给出的评分更高，而其他三项更低。总体来看，除了为配偶子女

提供服务一项外，各项得分都比较接近。

 德国受访者中仅有的一位科研人员给出的得分普遍高于全体受访者的评分，

仅在知识产权服务和社会文化包容度两项中打分偏低。这一结果反映出了非本

国国民或者有外国学术背景的科研人员在融入德国高校系统中可能也面临困难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2015）。同时，德国的这位唯一的科研人员在为家

属提供服务一项中给出了更高的评分，间接体现了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籍人士在

此方面享有的更多特权（作为一名科研人员，这位受访者极有可能持有永久居留

许可）。与之相反的是，日本科研人员仅在处理移民手续效率一项评分比全部八

位受访者的平均分高，其他几项标准的打分均低于平均得分。

 中国的情况与德国类似，科研人员在移民程序和总体居住与工作条件各项的

评分均高于或与全体受访者平均分齐平。科研人员的评分中，九项中有六项打分

偏高，仅在三项有关生活和工作环境的标准上打分偏低。本报告相信，这可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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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于科研人员受访者中有两位专家受益于“千人计划”的优惠政策。

 在各国受访者对移民程序和生活工作体验的九项标准给出评分后，我们还调

查了另外两个问题：吸引外籍人才政策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政策的建议。调查

第一个问题时，我们给出了八个选项，受访者可以任选其中的一项或者多项。每

一选项被选次数统计如下表 8：

表 8   吸引高技术人才政策的现存问题 *

新加坡 德国 日本 中国

政策不够明确具体 1 3 1 2

政策没有从根本上得以实施 1 1 5 4

有些政策已过时 3 2 1 1

政策的吸引力不强 5 6 4 4

高估海外高端人才的能力 0 0 0 2

低估海外高端人才的能力 0 2 1 0

忽视当地人才的培养和发展 1 0 1 0

政府的政策宣传不够 2 8 5 0

* 这是一个选择题，受访者可以任选多项。

 这里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四国受访者中有近半数表示海外人才政策

吸引力不足，也没有达到他们原先的期望。其次，德国和日本的海外人才政策是

最让受访者感到失望的；也有一部分的受访者表示对中国的相关政策感到失望。

大部分德国受访者觉得德国的“政策不够明确具体”和“政府的政策宣传不够”。

后一选项被多次勾选与克里斯汀·朗格菲尔对德国政府的指责批评相吻合。克里斯

汀·朗格菲尔是德国移民基金专项委员会的主席，她指出“德国政府的做法太过于

保守了”，还批评“政府缺乏现代的移民营销手段，使得 2012 年吸引高端移民

的倡议只是纸上谈兵，而没有落到实处”（Popp and Tietz, 2013）。

 就这一个调查问题，我们单独分析了四国受访者中科研人员的反馈，结果见

下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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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吸引高技术人才政策的现存问题 * ( 仅科研人员 )

新加坡 德国 日本 中国

政策不够明确具体 1 1

政策没有从根本上得以实施 2 3

有些政策已过时 1

政策的吸引力不强 1 1

高估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能力 1

低估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能力

忽视当地人才的培养和发展

政府的政策宣传不够 1 1

* 这是一个选择题，受访者可以任选多项。

 与全体受访者的反馈结果不同，科研受访者普遍很少指出政策问题。例如，

德国仅有的一位科研受访者仅对“政府政策宣传不够”一项做了选择。日本也仅

有一位科研受访者选择此项，两位科研受访者选择“政策没能从根本上得以实施”

的选项。这表明，科研人员与非科研人员都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调研问题，我们列出一系列移民政策，并和前一题一样，请求受访

者把他们认为可以改进的本国政策勾选出来。该题的反馈总结如下表 10：

表 10  政策改进 *

新加坡 德国 日本 中国

个人经济资助 3 2 1 3

个人创业激励和服务体系 2 5 2 1

个人所得税优惠条件 2 9 6 1

居住条件 1 2 1 3

人才培养体系 2 5 1 1

配偶和子女的扶持政策 3 7 4 4

住房 / 住房补贴 3 3 3 3

晋升的评价机制 0 4 0 1

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 3 2 0 4

* 这是一个选择题，受访者可以任选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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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10 看出，德国一栏被勾选的次数较多，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德国可

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出改进，分别是个人创业激励、个人所得税、人才培养体系

和配偶子女扶持政策。之后是晋升评价机制和住房补贴，也是受访者认为应当改

进之处。

 四分之三的日本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改进对外籍人才的个人所得税机制，还

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对配偶和子女的扶持政策需要改进。

 新加坡受访者中有近三分之一（11 人中有三人）勾选了配偶子女扶持政策、

住房补贴、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等选项，认为在这些方面新加坡可以改进相关政

策。

 中国的相关政策的改进方向则集中在个人经济资助、居住条件、配偶子女扶

持政策、住房补贴、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等几个方面。事实上，有四成中国受访

者选择了表 6.2.5 中的最后一项。这也与医疗体系中的问题以及现阶段在中国工

作的外籍人士需缴纳医疗社会保险这一问题有关。相反地，十位受访者中只有一

位认为个人所得税应该得到改善。

 这对最后的这一问题，我们也分别分析了科研人员给出的反馈，见表 11：

表 11  政策改进 * ( 仅科研人员 )

新加坡 德国 日本 China

个人经济资助 2

个人创业激励和服务体系 1 1

个人所得税优惠条件 1 1

居住条件 1

人才培养体系 1 1

配偶和子女的扶持政策 2 1 1 1

住房补贴 1

晋升的评价机制

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 1 1

* 这是一个选择题，受访者可以任选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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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格所示，与全体受访者的反馈相比，科研人员受访者勾选的选项数量并

不多，表明这组受访者并不认为各国吸引高技术人才的政策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

方。不过，仍然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有一半的中国科研人员中认为政府在“个

人经济资助”方面需要改进。中国受访者总共有三位选择此选项，而其中这两位

科研人员都不是千人计划专家，说明中国的相关政策可能需要针对未能达到千人

计划入选标准的科研人员人才制定更多激励措施。其次，新加坡的四位科研人员

中半数选择了“配偶和子女扶持政策”，占新加坡全体受访者选择此项的三分之

二。最后，德国唯一的一位科研人员也选择了“配偶和子女扶持政策”，还认为“人

才培养体系”也需要改进。

 在回答封闭式问题的基础上，受访者还可以在问卷空白处写下自己的个人见

解。这些反馈的亮点部分总结如下：

德国：

■ 关于居留问题，毕业于德国高校的外籍留学生可最快两年获得永久居留

权这一做法，得到很多受访者的积极评价。

■ 受访者认为，移民手续办理的程序繁琐到让人沮丧，官员的态度也不友好。

■ 政府更关注于引进新的高技术移民来德国，而没有足够重视留住已经移

民至德国的外籍人才。

■ 外籍员工不能在德国自由地寻找工作，因为他们的居留许可和欧盟蓝卡

都与特定工作单位相关联。

■ 最后，与德国在社会文化包容度的评分过低相一致，受访者指出语言和

文化是他们定居德国最主要的两大障碍。

德国和欧盟蓝卡制度：

 上文曾提及过，德国受访者中有两位是欧盟蓝卡持有者。这两人在调研的开

放评价中对该制度的反馈评价却截然不同：

■ 一位就职于德国某公司的制造可行性分析工程师给出了负面的评价。他

对自己目前的薪资和在德国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表示不满，并指出欧盟

蓝卡与他的雇主单位相关联这一点，阻碍了受访者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

另外，政府在处理移民手续时效率低下，当地办理相关业务的官员也不

能明确地给出办理完成的时间表。最后，这位受访者还表示，很难在文

化上融入德国并把家属接到德国一起生活。

■ 相反地，另一位受访者对目前的薪资很满意，并对在德国的发展持乐观

态度。这位受访者对德国吸引高端人才的政策和蓝卡制度比较满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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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申请蓝卡的所有手续在三个月内即可完成。与上一位受访者不同，

这位受访者在融入当地文化和家庭成员团聚方面没有遇到问题。

日本：

■ 有三位信息技术工程师反映日本的计点积分制度清晰透明，很有吸引力；

然而，有一位受访者对签证（推断是 HSFP 签证）与特定的雇主单位相关

联表示不满。

■ 关于在日本发展的职业前景，几位受访者提到他们并没有感觉这里的发

展机会比在中国好，但是日本的薪资水平相比更高。其他几位受访者表

示日本的就业机会对外籍员工来说更显公平（工程师和非工程师受访者

都如此表示）。

■ 日本受访者中有反馈说，他们在接配偶、子女和其他家属来日本一起生

活方面遇到问题。这一问题在非HSFP签证持有者的工程师当中尤其突出。

■ 科研人员表示学者在日本受到极高尊重和重视，受访者普遍都赞扬了该

国对高端人才知识和技能的尊重。

新加坡：

■ 受访者在开放回答中反馈该国政府在处理移民手续时简单、高效，并且

可以很快和家人在此团聚。

■ 在工作和生活环境方面，受访者表示该国有丰富的就业机会、低税收，

以及良好的总体工作和居住环境。很多受访者表示会打算长期留在新加

坡。

■ 有一位受访者对新加坡法律明文限制外国人在某些区域购置房产表示不

满，这也可能是其对在该国“居留”一项的评分较低的原因之一。

■ 另有受访者表示，新加坡对海外人才的政策更加迎合未婚人士，而不利

于带家属的人才。这位受访者表示在安置移民子女就读优质学校方面，

政府给予的帮助十分有限。

■ 最后，一部分受访者表示，新加坡的吸引人才政策会迫使他们必须保持

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于是带来了更大的工作压力和不确定性。

中国：

■ 政府办理移民手续复杂、耗时，政府信息和政策欠透明，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了外籍员工与当地劳动力的竞争机会。

■ 一位创业的美籍华裔科研人员表示在中国的移民群体很难把握好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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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建议中国应该承认双重国籍，以便让像他这样的海外人才在中国顺利

开展业务（该受访者非“千人计划”的 2 位受益人之一）。

■ 语言和文化障碍使得他们很难融入到当地企业和当地中国员工中。

■ 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并不知晓中国政府吸引海外人才制定的各种方案，这

与 CCG 与光华管理学院针对海归的调研结果一致。

■ 受访者写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在吸引海外人才时，过度关注于吸引非

常“顶尖”的人才，而不是经验资质丰富的外国移民；他们指出，中国

的人才政策过分关注那些打算长期留在中国的人才。

■ 最后，受访者反馈说网络限制、污染和高房价等因素对他在中国工作时

的居住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

 受访者中的华裔和非华裔都表示中国移民手续和生活环境需要很大的改进。

实际上，华裔受访者在问卷调查中的答复有相似的地方。当然，本次调研规模尚小，

受访者中的华裔数量不多，不足以从他们的反馈中做任何定论。但是，如果他们

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海外华裔这个群体的话，那中国想要吸引他们回国的

难度将会非常大。

 为了更进一步研究中国吸引高端人才的政策，CCG 和国家外国专家局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在广州举办了一次开放论坛。政府官员提出了引才过程中出现

的种种问题，并指明持有外国专家证人才的资质和专业与国内就业机会之间不相

匹配。因此，政府希望借助于大数据的分析来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持有外国专家证的科研人员明确指出了两个在调研中没有反映出的关键问

题：科研经费和组建科研团队。

 第一个问题出现在科研经费的使用上，政府的规定是最令外国专家关心的事。

根据政府规定，一旦科研经费经批准并分发到账后，必须在同年内使用。但是大

多科研人员反映他们通常在九月或者十月才能得到这笔经费，因此缺乏时间去规

划其使用与充分利用。他们还补充道，申请研究资金的程序非常繁琐。

 关于组建科研团队的问题，专家表示要开展复杂的科研活动，必须有一支高

水准、稳定的团队来支持。而目前，他们在中国的科研团队大多由中国高校的实

习研究生组成。这些实习生更倾向于毕业后去外国公司工作，因此增加了科研队

伍的不稳定性。这与专家们在本国的团队大相径庭，因为他们曾经的团队多是博

士后研究员，能够承担复杂的科研项目并且愿意长期投入到项目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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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结语：中国在人才竞争政策上应吸取的经验与教训

 基于对德国、日本以及新加坡的技术移民政策和政策制定体制所进行的定性

分析，本报告从两个方面对各国的引才政策进行分析：1）对德国、日本和新加

坡的海外人才引进政策以及政策制定机制进行评估， 2）对外籍专家的个人工作

经历进行小规模调研。通过这些评估，本文总结了一系列值得中国借鉴的国际人

才竞争优势的相关经验与教训。

 通过对比德国、日本、新加坡与中国的相关人才政策发现，尽管中国在提高

人才吸引力这一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在把中国变成为高技术型人才的移民目

的地这一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这一差异可以体现在中国现有海外技术

移民的数量以及最新政策的实施情况上。

 首先是中国现有的外籍员工人口数量。中国目前大部分外籍人员确实可被归

类为“技术型”或“高技术型”人才。2014 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16-59 岁）

为 9.1583 亿（中国国家统计局，2015）。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为 70.5%（国际劳工

组织，2015）, 这意味着在中国有 6.457 亿工人。所以，即使目前在中国生活的

60 万外国人当中每一个都在积极就业（这是极不可能的假设），在中国就业的

外国工人也只相当于本国工人的 0.09%。这一比例依旧远远落后于日本的 0.3%，

以及发达国家的 5% 平均水平。同时，实际通过中国千人计划所引进的外籍专家

仅有 313 人，而借此计划归国的华裔专家却已超过 5000 人（中国外国专家局，

2015）。这一系列数据也显示中国在吸引外籍高质量人才方面的政策依旧存在较

大的提升空间。

 
 国家外专局以及北京和上海政府近期发布的一系列的引才措施表明，中国正

在逐步完善相关行政体制、规章制度以及奖励机制等。但是需要点明的是，放宽

居留条件、改善外籍家属待遇、简化签证手续等一系列新举措相较于德国、日本

和新加坡等国家，中国的起步较晚。新加坡为高等人才申请就业准证（EP）设置

了较低的申请门槛。德国也为持有欧盟蓝卡或本国居留许可的外籍人士提供了申

请定居许可的快速通道。尽管日本的高技能外国职业（HSFP）签证仅吸引了一部

分外籍人才，但该签证为其持有者提供了诸多优惠条件和特权。这三个案例国家

的引才政策均可以为中国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

 最后，小规模调研结果显示，对比其他在人才政策方面起步早的国家，中国

的相关政策在很多方面的评价得分都处于靠后位置。在访谈的封闭式问题中，中

国的评级都不乐观，而在开放式回答中则受到一致批评。有些问题需要对行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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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做出简单改进，其他大部分问题则需要政府针对相关政策进行深化改革，且完

善过程，很可能会需要较长的时间。下文将会针对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

并根据上文的案例分析提出潜在解决方案。

具体政策方面：

• 简化办事程序。从对比分析和调研结果来看，海外人才在办理签证或

居留许可时，人性化的办事程序显然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申

请新加坡就业准证的相关手续可以直接在线办理，简单快捷的申请流

程也让新加坡从这三个国家中脱颖而出。相比之下，德国较为繁琐的

手续让本应更为宽松的高技术移民政策反而变得更为复杂，近来德国

在人才政策方面的改进也许可视作潜在的解决措施。同样，“外国人

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的实施也将对进一步简化程序，提高效率起

到积极作用。

• 避免引才条件设置过高，导致政策仅适用于最顶尖的外籍人才。日本为

吸引高层次人才而颁发的 HSFP 签证就是个典型例子。日本政府没能实现

目标引进数量的主要原因不外乎是其设置的资格要求过于死板。中国的

千人计划也面临相似问题。上海和北京在近期出台的政策中开始逐步放

宽标准，但实际上对海外人才的收入要求依然居高不下。而目前通过“外

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在线申请的适用范围也仅限于外国高端人

才（A 类）。

• 提供较为简便的永久居留申请渠道。新加坡和德国的相关政策可以作为

这方面的成功的例子。新加坡的专业人才申请就业准证（EP）的程序相

对简洁，并且申请门槛也较低。德国也为持有欧盟蓝卡以及居留许可的

外籍员工提供申请定居许可的快捷通道，并且政府也并没有对进入快捷

通道的申请人设置过高的收入水平要求。

• 确保为外籍人才的配偶和子女提供足够的配套措施。新加坡再一次的可

以在这一领域提供较为成功的例子。调研结果表明，新加坡在外籍人才

的家庭成员配套措施这一项的得分明显高于其他三国。同时，这一政策

不仅惠及就业准证持有者，还有持有其他签证的普通技术型人才。与新

加坡类似，德国的定居许可包含了非高层次人才，并为他们的家属提供

大量的帮助。尽管上海和北京所实施的引才新举措中也涉及到了为外籍

家属提供相关服务，但是与日本的 HSFP 签证政策的情况相似，由于外籍

人才标准过高而导致受益人群范围有所局限。

• 将签证以及工作许可与雇主单位松绑。绝大多数在新加坡和德国的技术

移民，这里指新加坡就业准证持有者和德国的欧盟蓝卡持有者，包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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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型人才，都必须与指定雇主单位绑定才能在当地工作和生活。在日本，

与其他工作签证持有者相比，持有 HSFP 签证的高层次人才必须与雇佣单

位进行更加严格的捆绑。这为吸引更多具有竞争力的外籍人才造成了阻

碍，尤其是针对那些希望拥有更换工作自由的高端人才。中国可以在这

一点上适度尝试放松工作签证和雇用单位之间的绑定程度，从而加强国

家对外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并为国际社会提供先例。

• 确保在本地高校毕业的留学生能够顺利进入当地劳动力市场。德国受访

者普遍对德国政府为其留学生所提供的入职便捷通道表示赞赏。新加坡

也在这一方面制定了相应措施以确保留住那些已毕业的留学生。对于中

国来说，上海和北京的引才新举措相继着重关注了在当地高校就读的留

学生。如果前文中提到的韩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调研结果属实，即 90% 的

韩国学生希望能够在中国就业或创业，这些新的举措或许能够快速看见

成效。

• 为科研人员提供外展服务以及进一步改善管理程序。与其他很多领域的

研究结果类似，新加坡在这一方面较为突出，尤其是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A*STAR）所作出的贡献。现如今中国也正在效仿新加坡，例如通过千

人计划来吸纳海外科研专家。然而，尽管中国在这一方面作出了许多努力，

从在广州论坛上外籍科研人员的反馈可能显示中国在不少方面依旧存在

着较大的问题。例如，完善科研经费报销流程，让外籍专家能够更好的

使用课题经费等方面。虽然部分问题可以通过进行细微的行政体系调整

来解决，但是其他的一些问题，例如为外籍专家配备更完善、更稳定的

科研团队等可能需要更长时间逐步完善。

政策实施方面 :

• 为了让海外人才有充足的动力离开祖国到异乡开展工作和新生活，除了

有吸引力的引才政策和相应的优惠待遇之外，顺畅有效的实施对人才吸

引的效果也有很大影响。德国相关政策的实施经验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案例。尽管德国在近几年放宽了对外籍人士获准定居许可的条件，

并因此成功吸纳了许多外籍人才，德国依旧面临着许多关于落实政策的

问题。这一问题也在报告的调研结果中有所展现：多数的受访者均认为

德国的移民申请程序和手续过于繁琐，且缺少对移民政策内容的宣传。

而这一缺陷也显示了不到位的政策实施体系会极大地阻碍相关政策可能

为国家带来的成效。德国的经历在中国落实引才政策的过程中可以起到

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中国政府可以尽量避免类似

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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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方面：

• 避免行政管理过度分散。在这一方面，德国同样可以作为中国的前车

之鉴。就像前文所强调的，德国的联邦政府结构以及由此衍生的分散

化行政体系，阻碍了德国吸引技术移民的政策落实进度，进而影响了

整个国家引才能力。反之，新加坡所建立的一体化引才平台，则更值

得中国借鉴。

• 预防潜在隐患。中国在其他政策领域所遇到的问题预示了其在引才政

策上可能也会面临一定的行政隐患。近期，中国在环境政策等方面，

逐步采用了非集中化的管理模式。但是，在尝试权利下放的过程中，

一系列的政策落实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尽管中国需要在省市级层面

鼓励当地政府对人才引进政策进行创新，但在国家层面也需要注意进

行平衡，确保地方创新与全国的人才战略能够更好的相互融合，协调

一致。

 最后，本报告也显示，成功吸引海外人才的条件不仅仅只有良好的政策和合

适的行政体系这两个因素。一些其他因素包括总体生活条件，特别是环境问题、

住房条件、税收政策、文化设施以及社会文化包容度等等，都可能在很大的程度

上影响一个国家对外籍人才的吸引力度。从比较研究分析和调研结果分析看，新

加坡在这些方面可以提供成功的例子，而德国则在税收以及社会文化包容度两个

方面提供了较为欠缺的先例。

 而在给中国评分时，华裔和非亚裔受访者均在以上这些方面给出了较低的分

数。这一研究结果可能显示着中国在吸引华侨和其他外籍人才的过程中，依旧在

许多方面需要进行完善。另外，部分受访者，包括华裔和非华裔，均表示在中国

能否把握住商机很大程度上与个人的社会关系和人脉相关。这一调研结果也明确

指出除了丰厚的经济支持以及其他基本生活照顾，中国政府可能需要在社会文化

包容度方面为外籍人士提供更多的协助。

 最后，中国在总体生活条件方面的得分也并不理想。根据调研结果，评价者

在中国的税收政策、医疗保险、环境质量以及网络限制等方面均给出了相对较低

的评价。与科研经费问题的解决方式不同，此类问题并不是靠优化某项政策细节

就能改善的。总体生活条件的提升需要通过长期不断的调整才能有所成效。可以

想象，在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上，中国政府依然任重而道远。

 总体而言，在近几年，中国在吸引海归人才回国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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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时必须认识到，中国的相关政策依旧处于移民发展进程的起始阶段。通过

本报告的比较研究和调研结果来看，中国相关政策的发展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

方，可以考虑通过向其他国家学习的方法以加快相关改进的步伐。为了能够进一

步加强国家在国际人才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中国仍需要进行一系列的重大调整，

并在吸引外籍人才方面制定出更加新颖有效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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